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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文章检验了领导权力、地位及两者交互效应对下属建言行为的影响。并探索了中间机制——心理安

全感。运用多方法、多个研究的策略验证了假设。文章具备一定工作量。但有以下不足同作者商榷。 

 

意见 1：理论方面：首先，文章在引言部分着重笔墨撰写权力与地位的不同影响效果，例如，“高权力

使得领导过度自信(Ma et al., 2020; Macenczak et al., 2016; See et al., 2011)，并且削弱领导的开放性和换

位思考(Blader et al., 2016; Galinsky et al., 2006)”；“增加对他人所掌握的信息和视角的关注(Yu et al., 

2019)，如增加领导的换位思考(Blader et al., 2016)”。此处作者想要表达权力更容易使领导者以自我为中

心，而地位则使领导者更能换位思考。然而，这与文章提出的核心机制——心理安全感有何联系。换言

之，文章在引言部分似乎并未聚焦到中心视角上。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按照您的意见，我们重新对前言进行了写作，并强调了“心理安全感”

这一核心机制（p. 1-5）。具体而言，社会结构演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s)指出，基

于支配的领导权力可能会使下属担心自己所追求的资源受到影响、进而产生畏惧和不安(Kish-Gephart et 

al., 2009; Milliken et al., 2003)，这会降低下属建言时心理安全感；而地位是领导声望的体现，源于下属

对领导的爱戴和敬仰(Yu et al., 2019)，会促使领导在与下属交往时更加友善和包容(Blader et al., 2016)，

让下属在向上建言时感到更安全，进而更加愿意向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 

 

意见 2：文章在引言部分写道：“权力和地位会交互影响个体的行为及他人对该个体的感知(Fragale et al., 

2011)。但研究者尚未关注二者对建言的交互作用”。正如作者所说，权力及地位的分离效应已得到了心

理学较为广泛的证实，权力的离社会性与地位的亲社会性也在一些文献中得到了探讨。那么，文章的核

心贡献在哪里。探索权力及地位对建言行为交互作用的意义几何？为什么研究权力和地位对建言行为的

影响是重要的？这里需要强化描述，提升文章的理论深度和贡献。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在文中对理论贡献的阐述不够深入。在本轮修改中，我们在前言

（p. 1-3）部分对此进行了深化和加强。具体来看，员工建言是嵌套在组织层级中的行为，本质上是下

级向上级的信息沟通和分享(Morrison, 2014)，可见理清层级差异对员工建言的影响颇为重要。已有的研

究发现，上下级之间的层级差异可能阻碍建言(Oc et al., 2019)，也可能促进建言(Detert et al., 2013; King 

et al., 2009)，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例如有研究者认为，在领导面前下属会担心自己人微言轻、不受重

视，或害怕建言引发领导不满(Bienefeld & Grote, 2014)，因此层级差异可能不利于建言；同时也有研究

者指出，层级划分有利于引导下属将信息传递至上级领导，领导恰恰是下属建言的主要对象(Detert et al., 

2013; Kumar & Mishra, 2017)，这时层级差异不再是建言的阻力。 

我们认为这些不一致可能是由于研究混淆了上下级权力差距（对有价值的资源的支配和占有）和地

位差距（受人尊敬和爱戴的程度）的作用。权力和地位是构成层级差异最重要的两个基础，二者可能产



生相反的作用(Blader et al., 2016; Fast et al., 2012)，混为一谈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矛盾。更重要的是，

权力和地位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在公平、冲突、领导力等研究领域，研究者发现权力和地位不仅单独

起作用，还存在交互效应(Anicich et al., 2016; Fast et al., 2012; Vial et al., 2016)，特别是权力的作用有时

甚至取决于地位的高低(Zheng & van Dijke, 2020)。我们认为在上下级二元关系中，员工不仅分别考虑领

导权力或地位对建言风险的影响，还会综合领导的权力地位特征做出建言决策。换言之，在建言领域我

们也应该对权力和地位的作用进行区分和剥离，尤其需要考虑领导地位对权力效应的调节作用。 

此外，以往的研究虽然探讨了领导权力对建言的作用，但是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Ma et al., 2020; 

Tost et al., 2013)。一些研究者认为权力对掌权者开放性、换位思考产生抑制，因而不利于下属建言(Blader 

et al., 2016; Morrison & Rothman, 2009)；而另一些研究者却认为权力可以确保建言得以实施，因此下属

有意愿向掌权者建言(Detert & Treviño, 2010; Kumar & Mishra, 2017)。然而，这些研究忽略了权力的边界

条件，忽略了与领导权力息息相关的领导地位，也没有考虑权力对下属心理安全感的作用。 

最后，虽然一些研究支持权力的离社会性和地位的亲社会性(Anicich et al., 2016; Fragale et al., 

2011)，但是也不乏研究支持权力的亲社会性(Hoogervorst et al., 2012)和地位的离社会性(Case et al., 2018; 

Y. Liu et al., 2019)，二者在建言的情境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还未可知，需要进一步检验。 

 

意见 3：假设提出方面：首先，建议作者先提权力以及地位对于建言行为影响的主效应，接着提出心理

安全感对于两条路径的中介作用。这样可以精炼语言，同时也更加工整。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在假设提出部分的写作不够精炼和工整，确实需要改进。我们已

经根据您的意见对这部分进行了重新写作，具体见 1.2、1.3 和 1.4 的假设提出部分（p. 3-5）。 

 

意见 4：第二，作者在假设 3 中提出“领导地位的调节作用”，而在假设 6 中提“下属心理安全感中介领

导权力和地位的交互项对下属建言行为的影响”。由于调节效应有明确的指向性，而交互作用没有。另

外，文中多处同时使用“调节效应”，“交互效应”等叙述。需要统一书写。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文中对“调节效应”交互效应”的使用不够规范，现已对相关内容进

行修改。由于我们更加关注领导地位对领导权力效应的调节作用，现已将相关的表述统一为“调节效应”

或“调节作用”。 

 

意见 5：作者在假设提出的最后的部分简述了文章验证假设的技术策略（即 2 个实验研究和一个问卷研

究）。基于哪些考虑采用多方法、多研究的思路。作者并没有指出其意义或优势。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在文中缺乏对采用多方法、多研究的解释，现已对这部分内容进

行了补充（p. 5）。具体来看，在本文中我们采用了多种研究设计（2 个实验研究和 1 个实地问卷调查）

以及多个样本（西方样本、中国样本），有助于建立研究的内部和外部效度，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重复性。 

 

意见 6：方法方面：首先，注意到作者在“自检报告”中汇报了样本量计算的过程及结果。由于前两个研

究是实验室研究，因此需要在正文样本部分进行汇报。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在研究 1“2.1.1 研究样本”（p. 5-6）和研究 2“3.1.1 

研究样本”（p. 8）汇报了样本量的计算过程及结果。 

 

意见 7：作者在研究一中采用“市场部经理对你的日常工作和月度绩效评价有完全的（几乎没有）决定

权”操作领导者权力。试想一个对工作和奖惩几乎没有控制权的领导如何引发员工对其谏言献策？此处



的操作方式似乎不够缜密。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关注的是领导控制和影响他人的能力，而不是实际对权力的使用。因

此我们检验的并不是领导主动通过奖惩来“引发”下属建言，而是下属的心理安全感随着领导权力高低

发生变化，最终影响下属的建言行为。我们认为，当领导对下属的工作没有控制权时，领导对下属缺乏

支配力，下属的不安全感也会随之降低。 

 通过设置“几乎没有”奖惩权是操纵低权力的常见方式，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使用。较早的研究如

Kipnis (1972)在实验中对领导高权力的操纵为给予被试奖惩他人的权力，而低权力的领导则无奖惩权。

又如 van Dijke 等 (2010)对高权力者的操纵为掌握了评估他人绩效的权力，而低权力者则无绩效评估权。 

在现实工作场景中，有的领导对下属的任务分配、绩效评估、奖励分配、惩罚等方面均有绝对的话

语权；另一些领导对上述工作缺乏决定权，例如有时员工的晋升完全依据组织中的客观绩效指标来进行

操作，而领导对此没有话语权。可见权力的这种高低差异在现实生活也是存在的。 

 

意见 8：研究一，作者采用隐藏文档任务，辅以编码的策略量化员工的建言行为。被试是否需要写一段

文字，被要求写多少字数，研究者又是根据哪些标准实现编码和评级？这些作者似乎没有完备地呈现给

读者。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非常抱歉我们没有在文中对研究设计的细节进行详细介绍，现在已经在

“2.1.2 研究设计与程序”（p. 6）以及“2.2.2 建言行为编码”（p. 7）补充这部分的内容。具体而言，我

们请被试撰写邮件来回复“市场部经理”，但是并未对字数做出要求。这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1. 避免

出现需求效应(demand effect)。一些被试可能受到操纵后建言意愿较低，如果要求他们写到一定字数，

可能造成他们违背自己意愿、或者猜测实验的目的，而故意达到字数要求。这与他们真实的意愿不符，

也混淆了实验操纵的效应。2. 为了模拟现实的场景，如领导在工作中询问下属是否对某一个问题有自

己的想法和建议时，常常也没有对字数提出要求。 

在编码阶段，我们对邮件进行编码和评级的标准为 1~4 级。（1=“完全支持候选人 A，没有提出额

外的建议、想法或疑虑”；2=“较为推荐候选人 B，提出了少许建议、想法或疑虑”；3=“推荐候选人 B，

提出了一些建议、想法或疑虑”；4=“强烈推荐候选人 B，提出了大量建议、想法或疑虑”）。具体的标

准和示例邮件如下： 



表 1 建言行为编码（研究 1） 

编码等级 具体表现 示例邮件 

1=“完全支持候选人，

没有提出额外的建议、

想法或疑虑” 

- 明确支持市场部经理对候选人 A

的选择 

candidate A seems to be fit for the job 

2=“较为推荐候选人，

提出了少许建议、想法

或疑虑” 

- 提出了少许支持候选人 B 的建

议，但是意见比较含糊 

- 提出推荐候选人 B，但是仍然表

示支持领导的任何选择 

Hi mr., I agree with your decision to go for the candidate A, 

but If I can suggest I think you should ask for their 

knowledge about plants and environment, because the task 

are about these topics and not only about their phisical 

conditions.  Regards, 

3=“推荐候选人 B，提

出了一些建议、想法或

疑虑” 

- 提出推荐候选人 B，但是只给出

了笼统的意见，并没有详细说明

候选人 B 的优势（如曾是一名环

境学家；曾经获得过《国家地理》

杂志的最佳摄影奖）和候选人 A

的劣势（如没有时间观念、对动

植物缺乏了解） 

- 虽然提出了推荐候选人 B，且给

出了明确的理由，但是仍然对最

终的选择留有余地 

B because he seems to be better option 

4=“强烈推荐候选人

B，提出了大量建议、

想法或疑虑” 

- 强烈反对市场部经理对候选人 A

的选择，并明确提出支持候选人

B 

- 详细描述候选人 B 的优势（如曾

是一名环境学家；曾经获得过《国

家地理》杂志的最佳摄影奖）和

候选人 A 的劣势（如没有时间观

念、对动植物缺乏了解） 

From: Assistant To: Marketing Manager.  Sir, I conducted 

some investigations into these two candidates and i find out 

that candidate A is physically fit but he has a little knowledge 

about plant and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hand candidate B 

has more knowledge than A and win the best photo award for 

National Geographic a couple of years ago.  With due 

respect i suggest that, you should choose candidate B over 

candidate A.  sincerely Assistant 

 



意见 9：研究二中，作者在描述建言行为测量工具时写道：“将该量表的建言内容设定为基于工作流程

的建言，删除重复的条目最后保留 4 条目作为建言行为的测量工具”。“重复的条目”指什么，以及为何

要删除这些题项。此处的写作似乎不够清晰和完整。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在文中对条目删减的流程描述确实不够清晰和完整，现已在“3.1.3

变量测量”部分补充完整（p. 8）。研究二我们主要关注与“工作流程”有关的建言内容，这是出于以下

几方面的考量： 1）给被试提供一个能够快速沉浸其中的具体情境；2）由于组织中建言的场景和内容

可能千差万别，为了使被试在实验中有一定的边界，我们需要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让被试提出自己的

想法和意见，以提高研究者对实验的可控性；3）工作流程对不同的组织有广泛适用性。研究发现工作

流程、轮班、沟通、培训、性骚扰等方面是建言的重要主题。考虑到工作流程在不同类型的组织中均存

在，适用性较为广泛，因此我们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工作流程”上，并请被试围绕“工作流程”提出自

己的改进建议、想法，或者指出问题或不足。具体而言，我们请被试设想的是“直属上级在日常会议上

询问你是否对工作流程有改进建议、想法，或者发现了任何问题或不足”。 

 为此，我们在测量建言行为时，将 Liang 等（2012）的量表改写为针对工作流程有关的建言。此

外，我们关注的是领导和下属之间的互动，因此在条目中将直属领导作为具体的建言对象。接着我们审

视条目的内容，将重复性高的条目进行合并和删减。具体的条目改写和删减过程如下表所见。 



表 2 建言行为量表改编（研究 2） 

原条目 改为针对工作流程的条目，并将

others 指定为 supervisor 

实验中条目 

1. Proactively develop and make 

suggestions for issues that may 

influence the unit. 

1. Proactively develop and make 

suggestions for the work 

procedure. 

At that meeting, I will proactively 

make suggestions for the work 

procedure. 

2. Proactively suggest new projects 

which are beneficial to the work 

unit. 

2. Proactively suggest new ideas for 

the work procedure. 

与第 1 条重复，故合并为一条 

3. Rais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unit’s working procedure. 

3. Rais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work procedure. 

与第 1 条重复，故合并为一条 

4. Proactively voice out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hat help the unit reach 

its goals.  

4. Proactively voice out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work procedure. 

At that meeting, I will voice out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work procedure. 

5. Mak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unit’s operation. 

5. Mak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work procedure. 

与第 4 条重复，故合并为一条 

6. Advise other colleagues against 

undesirable behaviors that would 

hamper job performance. 

6. At that meeting, I will point out 

undesirable behaviors that would 

harm the efficiency of the work 

procedure. 

At that meeting, I will point out 

undesirable behaviors that would 

harm the efficiency of the work 

procedure. 

7. Speak up honestly with problems 

that might cause serious loss to the 

work unit, even when/though 

dissenting opinions exist. 

7. Speak up honestly with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procedure that might cause 

serious loss to the work unit. 

与第 6 条合并，均表示提出与当前

工作流程有关的问题  

8. Dare to voice out opinions on things 

that might affect efficiency in the 

work unit, even if that would 

embarrass others. 

8. Dare to voice out opinions on 

things that might affect 

efficiency of the work procedure, 

even if that would embarrass my 

supervisor. 

与第 9 条合并，均表示提出与当前

工作流程有关的问题，并担忧这样

会影响与主管领导的关系 

9. Dare to point out problems when 

they appear in the unit, even if that 

would hamper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colleagues. 

9. Dare to point out problems 

regarding the work procedure, 

even if that would hamper 

relationships with my supervisor. 

At that meeting, I dare to point out 

problems regarding the work 

procedure, even if that would hamper 

relationships with my supervisor. 

10. Proactively report coordination 

problems in the workplace to the 

management. 

不适宜改成与工作流程有关的内容  

 

意见 10：研究三中，“虽然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是建言的不同维度，但是在本研究的假设检验结果

中，关键变量对这两种建言行为的影响相似。即分别将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作为结果变量，或者将

两个变量合二为一，趋势类似。并且从理论上看，关键变量对二者的解释原理类似。简约起见，我们并



未在假设检验中区分两种建言行为，而是采用 10 条目量表测量建言行为”。此段描述令人费解。首先，

作者显然意识到促进型及抑制型建言是不同的维度，两者也对应着不同的前因变量及解释机制。但文章

写道“从理论上看，关键变量对二者的解释原理类似”。这样的推断是否具有足够的理论支持，或数据支

撑？更加不解的是，在变量区分效度检验中，作者是将促进型及抑制型建言作为单独的因子纳入分析的。

整体来看，研究三的设计及描述都比较含糊不清。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为我们指出研究三的不足。我们对于为何将“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合

并为“建言行为”的理由叙述不够具体，现已在“4.1.2 变量测量”（p. 13）部分对此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我们也在“5.3 研究不足与展望”（p. 21）呼吁未来的研究者关注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的区别。 

本文关注的是领导权力和地位通过影响下属的心理安全感最终作用于下属的建言行为。对于心理安

全感这个核心机制，Liang 等 (2012 ) 认为，由于抑制性建言需要指出组织的一些不足和失误，可能会

引起相关人员的不满和抵制，风险比促进性建言更大。因此关注建言负面影响的心理安全感理应对抑制

性建言的影响更大。然而 Chamberlin 等 (2017) 的元分析却发现，心理安全感对促进性建言的影响更

大。由此可见，心理安全感对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

是否存在在风险上的差异，研究者尚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 

此外，Chamberlin 等(2017)的研究还发现，核心自我评价、责任感、组织承诺对促进性建言的影响

更大，而分离感对抑制性建言的影响更大。但是其他因素，如大五人格、工作满意度、社会支持、组织

身份认同、自由度、公平感等对二者的影响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他们指出，许多影响员工建言的因素对

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都会发挥作用。虽然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的差异非常重要，但是他们的元

分析结果并未对二者的差异得出规律性的结论。他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1）对

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的区别，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进行解释。2）需要进一步完善对促进性建言

和抑制性建言的测量工具。现有的量表条目大量涵盖了建言的主动性和建言的意愿，这是促进性建言和

抑制性建言的共性，可能会掩盖二者的区别。此外当前的量表中（Liang et al., 2012），促进性建言和抑

制性建言的相关性较高，这可能会使得某些统计结果（如回归分析）并不稳定(A. N. Li et al., 2017)。这

些都需要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改进。 

本文并不致力于讨论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的区别，而是关注二者的共性，即建言的意愿

（willingness to voice）。我们认为，领导的权力和地位都会通过心理安全感影响建言行为，既包括促进

性建言，也包括抑制性建言。与我们的处理方式类似，Xu 等（2019）在探讨心理安全感对建言行为的

影响时，采用 Liang 等（2012）的量表对建言行为进行测量，同样并未区分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

而是将二者合并为“建言行为”。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做了稳健性检验，我们在研究三的数据中将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分别作为

结果变量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如表 3 所示。领导强制权对促进性建言有边缘显著的负面作用(模型 1：

B = -0.08, SE= 0.04 , p = 0.08)，对抑制性建言有显著的负面作用(模型 5：B = -0.11, SE= 0.04 , p = 0.01)。

领导奖赏权对促进性建言的影响不显著(模型 2：B = -0.06, SE= 0.05 , p = 0.25)，对抑制性建言的作用也

不显著(模型 6：B = -0.06, SE= 0.05, p = 0.21)。领导地位对促进性建言有积极的作用(模型 1：B = 0.09, SE= 

0.05 , p = 0.10；模型 2：B = 0.11, SE= 0.05 , p = 0.03)，对抑制性建言也有积极的作用(模型 5：B = 0.13, SE= 

0.05 , p = 0.01；模型 6：B = 0.16, SE= 0.05 , p = 0.002)。在控制了领导强制（奖赏）权和领导地位后，心

理安全感对促进性建言 (模型 3：B = 0.14, SE= 0.04 , p = 0.001；模型 4：B = 0.15, SE= 0.04 , p < 0.001) 和

抑制性建言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模型 7：B = 0.11, SE= 0.04 , p = 0.001；模型 8：B = 0.13, SE= 0.04 , p 

=0.002)。 

 又由表 4 可见，领导强制权和领导地位的交互项对促进性建言(模型 1：B = 0.17, SE= 0.06 , p = 0.01)



和抑制性建言均有显著的作用（模型 5：B = 0.15, SE= 0.06 , p = 0.02）。领导奖赏权和领导地位的交互项

对促进性建言(模型 2：B = -0.14, SE= 0.10 , p = 0.17)和抑制性建言均无显著的作用（模型 6：B = 0.02, SE= 

0.10 , p = 0.86）。在控制了领导强制（奖赏）权和领导地位的交互项后，心理安全感对促进性建言 (模

型 3：B = 0.12, SE= 0.04 , p = 0.004；模型 4：B = 0.16, SE= 0.04 , p < 0.001) 和抑制性建言均有显著的积

极作用（模型 7：B = 0.10, SE= 0.04 , p = 0.02；模型 8：B = 0.13, SE= 0.04 , p =0.002)。 

 



表 3 权力和地位的主效应及心理安全感的中介效应（研究 3） 

变量 
促进性建言  抑制性建言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性别 -0.06 (0.08) -0.07 (0.08) -0.09 (0.07) -0.09 (0.08)  -0.10 (0.08) -0.11 (0.08) -0.12 (0.08) -0.13 (0.08)+ 

年龄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教育程度 0.05 (0.04) 0.05 (0.04) 0.07 (0.04)+ 0.06 (0.04)  0.06 (0.04) 0.05 (0.04) 0.07 (0.04) 0.06 (0.04) 

任职时间 -0.02 (0.02) -0.03 (0.02) -0.02 (0.02) -0.02 (0.02)  0.00 (0.02) -0.01 (0.02) 0.00 (0.02) -0.00 (0.02) 

权力距离倾向 -0.05 (0.06) -0.06 (0.06) -0.06 (0.05) -0.06 (0.06)  0.01 (0.06) -0.01 (0.06) -0.00 (0.05) -0.01 (0.06) 

领导强制权 -0.08 (0.04)+   -0.03 (0.04)    -0.11 (0.04)**   -0.08 (0.04)+   

领导奖赏权  -0.06 (0.05)   -0.02 (0.05)    -0.06 (0.05)   -0.03 (0.05) 

领导地位 0.09 (0.05)+ 0.11 (0.05)* 0.02 (0.06) 0.03 (0.06)  0.13 (0.05)* 0.16 (0.05)** 0.07 (0.05) 0.09 (0.06) 

心理安全感     0.14 (0.04)** 0.15 (0.04)***      0.11 (0.04)** 0.13 (0.04)** 

强制权团队均值 -0.10 (0.12)   -0.05 (0.12)    -0.07 (0.13)   -0.03 (0.13)   

奖赏权团队均值   0.05 (0.11)   0.05 (0.11)    0.04 (0.12)   0.05 (0.12) 

地位团队均值 0.01 (0.12) 0.01 (0.13) -0.03 (0.12) -0.04 (0.13)  0.01 (0.13) 0.00 (0.14) -0.02 (0.13) -0.04 (0.13) 

Pseudo-R2 0.05 0.04 0.09 0.09  0.04 0.03 0.06 0.06 

注：N = 346; †p < 0.10,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 4 领导地位的调节效应及被中介的调节效应（研究 3） 

变量 促进性建言  抑制性建言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性别 -0.06 (0.07) -0.06 (0.08) -0.09 (0.07) -0.09 (0.08)  -0.11 (0.08) -0.11 (0.08) -0.12 (0.07)+ -0.13 (0.08)+ 

年龄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教育程度 0.06 (0.04) 0.05 (0.04) 0.07 (0.04)+ 0.07 (0.04)+  0.06 (0.04) 0.05 (0.04) 0.07 (0.04)+ 0.06 (0.04) 

任职时间 -0.02 (0.02) -0.03 (0.02) -0.02 (0.02) -0.02 (0.02)  0.00 (0.02) -0.01 (0.02) 0.00 (0.02) -0.00 (0.02) 

权力距离倾向 -0.06 (0.05) -0.06 (0.06) -0.06 (0.05) -0.06 (0.06)  -0.00 (0.05) -0.01 (0.06) -0.01 (0.05) -0.01 (0.06) 

领导强制权 -0.08 (0.04)+   -0.04 (0.04)    -0.12 (0.04)**   -0.08 (0.04)+   

领导奖赏权   -0.06 (0.05)   -0.02 (0.05)    -0.06 (0.05)   -0.03 (0.05) 

领导地位 0.05 (0.05) 0.13 (0.05)* -0.00 (0.06) 0.04 (0.06)  0.10 (0.05)+ 0.16 (0.05)** 0.05 (0.06) 0.09 (0.06) 

强制权×地位 0.17 (0.06)**   0.14 (0.06)*    0.15 (0.06)*   0.12 (0.06)+   

奖赏权×地位   -0.14 (0.10)   -0.18 (0.10)+    0.02 (0.10)   -0.02 (0.10) 

心理安全感     0.12 (0.04)** 0.16 (0.04)***      0.10 (0.04)* 0.13 (0.04)** 

强制权团队均值 -0.10 (0.12)   -0.06 (0.12)    -0.07 (0.13)   -0.03 (0.13)   

奖赏权团队均值   0.05 (0.11)   0.06 (0.11)    0.04 (0.12)   0.05 (0.12) 

地位团队均值 -0.01 (0.12) -0.01 (0.13) -0.03 (0.12) -0.06 (0.13)  -0.00 (0.13) 0.00 (0.14) -0.02 (0.13) -0.04 (0.13) 

Pseudo-R2 0.06 0.04 0.09 0.09  0.04 0.03 0.06 0.06 

         注：N = 346; †p < 0.10, *p < 0.05, **p < 0.01, ***p < 0.001。 

  



 
 

由此可见，本文的大部分假设在以促进性建言或抑制性建言为解释变量时，均得到了较

为一致的结果。因此，我们选择在研究三中将抑制性建言和促进性建言合并为“建言行为”。 

此外，对于研究三中的 CFA，我们已经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进行了重新计算，汇报于

“4.2.1 验证性因子分析”表 2 中（p. 14）。 

但是我们并不否认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存在差异。Chamberlin 等（2017）也指出，

调节焦点理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可能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区分二者差异的理

论框架：促进焦点和促进性建言联系更紧密，而防御焦点和抑制性建言联系更紧密。我们在

研究的不足和未来展望部分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呼吁今后的研究进一步分析二者的区别。请

参见“5.3 研究不足与展望”（p. 21）。 

 

意见 11：研究三中，作者将权力区分为强制权与奖惩权。这里比较唐突，因为前两个研究

并没有对权力的维度进行划分。那么作者基于何种考虑？此外，近些年权力的研究的确发现

其多维度的特征（e.g., Meng, He, & Luo, 2014）。比如亲社会型权力和离社会型权力（e.g., 

Goodboy, & Bolkan, 2011）。考虑不同形式的权力和地位对于建言行为的影响可能能够进一步

提升文章的理论贡献。而强制权与奖惩权都属于控制权，个人认为区分的意义不大。 

参考文献： 

（1）Meng, Y., He, J., & Luo, C. L. (2014). Science research group leader’s power and members’ 

complian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supervision. Research Management Review, 20, 1–15. 

（2）Goodboy, A. K., & Bolkan, S. (2011). Student motives for communicating with instructors as 

a function of perceived instructor power u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28, 109–114.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并为我们提供相关文献。我们在研究 3 中对权力的测量并没

有解释，现在已经在“4.1.2 变量测量”部分对此进行补充（p.12-13）。 

奖赏权和强制权都是领导权力的表现，反映的是对他人的支配和控制(Blader & Chen, 

2014)。研究者通常用奖赏权和强制权来反映领导的控制权(Lian et al., 2014; Van Dijke et al., 

2010)，在研究 3 中我们也参照这个方法对权力进行操作化。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研究常常将奖赏权和强制权划分成一类(Raven et al., 1998)，但是学

者认为二者并非某一个潜在构念的外在反映，而是共同构成某个潜在的构念(van Dijke et al., 

2010)。根据 Howell 等(2007)的建议，应当将奖赏权和强制权作为单独的构念在统计模型中

进行检验，而不是将二者合二为一。从实证上来看，二者的相关系数较低(Van Dijke et al., 

2010)，这也从数据上证明了二者的独立性。因此我们在正文中分别汇报了奖赏权和强制权

有关的统计结果。 

同时，我们也做了稳健性检验，将奖赏权和强制权合并为领导权力进行假设检验。如表

5 所见，领导权力(模型 1：B = -0.14, SE= 0.05 , p = 0.01)和地位(模型 1：B = 0.12, SE= 0.05 , p 

= 0.01)对建言行为有显著作用。当控制领导权力和地位后，心理安全感对建言行为有积极作

用(模型 2：B = 0.12, SE= 0.04 , p = 0.002)。又由模型 3 和模型 5 可知，领导权力和地位的交

互项对建言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模型 3：B = 0.17, SE= 0.10 , p = 0.10)，对心理安全感的影响

显著(模型 5：B = 0.35, SE= 0.14 , p = 0.02)。 



 
 

表 5 权力和地位对建言行为和心理安全感的作用（研究 3） 

变量 
建言行为  心理安全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性别 -0.07 (0.07) -0.10 (0.07) -0.08 (0.07) -0.10 (0.07)  0.10 (0.08) 

年龄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教育程度 0.05 (0.04) 0.06 (0.04)+ 0.05 (0.04) 0.06 (0.04)  -0.07 (0.04) 

任职时间 -0.01 (0.02) -0.01 (0.02) -0.01 (0.02) -0.01 (0.02)  -0.04 (0.02)+ 

权力距离倾向 -0.03 (0.05) -0.03 (0.05) -0.03 (0.05) -0.03 (0.05)  0.01 (0.07) 

领导权力 -0.14 (0.05)* -0.08 (0.06) -0.13 (0.05)* -0.07 (0.06)  -0.47 (0.08)*** 

领导地位 0.12 (0.05)** 0.06 (0.05) 0.10 (0.05)* 0.05 (0.05)  0.47 (0.07)*** 

心理安全感   0.12 (0.04)**   0.11 (0.04)**    

领导权力×领导地位     0.17 (0.10) 0.13 (0.10)  0.35 (0.14)* 

领导权力团队均值 -0.02 (0.14) 0.01 (0.14) -0.02 (0.14) 0.01 (0.14)  -0.24 (0.10)* 

领导地位团队均值 0.03 (0.12) -0.01 (0.12) 0.03 (0.12) -0.01 (0.12)  0.32 (0.09)*** 

Pseudo-R2       

注：N = 346; †p < 0.10, *p < 0.05, **p < 0.01, ***p < 0.001。 

  

此外，如审稿专家所言，亲社会权（如奖赏权、专家权、参照权）和离社会权（如强制权和

法定权）(Goodboy & Bolkans, 2011)也是对权力的划分方式，但是我们并未考虑权力的这种

划分。我们在研究展望部分呼吁未来的研究者继续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请参见“5.3 研究不

足与展望”（p. 21）。 

意见 12：统计方面：首先，研究三中，如果考虑数据存在嵌套情况，需要汇报 ICC(1)，ICC(2)

及 Rwg 值。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已经在“4.1.3 分析策略”按照您的建议汇报了 ICC(1)，

ICC(2)及 Rwg 值（p. 13）。 
 

意见13：对于回归结果的报告方式应该统一，例如有几处汇报 t值，有几处报告SE值(B = 0.45, 

p <0.001, t=7.77); (B = 0.11, SE = 0.05 , p = 0.02)。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已经按照您的建议统一了回归结果的报告方式。 

 

意见 14:“领导奖赏权与心理安全感负相关 (r = –0.01, p =0.86)，与建言行为正相关 (r = 0.01, 

p = 0.93)”。虽然相关系数为负，但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的显著，因此无法断定变量间的相

关关系。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对相关性的汇报和描述不够准确，已经在“4.2.2 描述

性统计”对此进行修改(p. 14)。具体而言，将上述结果修改为“领导奖赏权与心理安全感的

相关性不显著 (r = –0.01, p =0.86)，与建言行为的相关性不显著 (r = 0.01, p = 0.93)”。 

 

意见 15：写作方面：文章存在几处写作问题，例如：“领导权力的使用、对建言的奖惩是有

领导的威望作背书的”。在此不一一列举。 

回应：非常审稿专家指出写作方面的问题。对上述表达，已经在“1.5 领导地位的调节作用”

中将其修改为“领导权力的合法性更高”（p. 4）。除此以外，我们对文章进行了逐字逐句的

修改，确保用词准确。 
 

意见 16：总结来看，文章采用多方法，多研究的策略验证假设。探索权力、地位及其交互

效应对于建言行为的影响也具有一定创新意义。但文章在理论深度方面尚有不足，尤其是对

于领导权力、地位对建言行为交互作用的关注焦点并没有点明和挖掘。此外，研究设计方面

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回应：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在修改稿中，我们采用了新的理论框架（社会结

构演化理论）统一考量文章中的关键变量。此外，我们强调了文章的对建言、权力和领导力

等几方面的理论贡献。 最后，我们对研究设计进行了更详细、严谨地陈述。希望我们的修

改稿能令您满意。 



 
 

 

审稿人 2意见： 

《“位高权重”对建言的影响——地位、权力和心理安全感的作用》一文采用实验、问卷

多方法的研究设计，通过三个子研究实证检验了领导地位、权力和心理安全感对员工建言行

为的影响，并发现了有趣的结论。整体上，文章逻辑清晰，设计严谨，能够在建言领域形成

对现有研究的有效补充。现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提出相应建议，供作者参考。   

 

意见 1：理论方面： 尽管文章已经强调了研究结论的现实意义，但仍应增强对研究背景、

选题依据和实践启发的论述，尤其是在当前的新发展阶段下，结合企业管理新特征回答研究

动机问题，并围绕文章的研究结论会如何启发当前管理实践做深入阐述。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在引言中我们对研究背景、选题依据和实践启发阐

述的不够深入，现在已经重新完善，请参见引言部分相关内容（p. 1-3）。具体而言，随着企

业管理复杂性与日俱增，在组织层级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方式日趋多样化。如在常见的职业发

展双通道中，管理类和技术类是两个上升通道。其中，技术专家可能并不掌握对他人的奖惩

和控制，却因技术高超或/和技术上帮助他人而备受尊敬；一个仅仅依靠职位权力支配和控

制他人的领导却可能因不懂技术而不受员工爱戴。又如创业公司中投资人指派的 CEO 虽然

掌握了重要的决策和奖惩权，却可能因不懂业务而不受员工拥护甚至受到抵制(Clarysse & 

Moray, 2004)。从这些实际案例中可以看出，组织层级的基础愈发多元化，权力（对资源的

控制和支配）和地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程度）都是组织层级的重要基础，二者会出现一致

甚至背离的现象。那么权力和地位这种交互交织的关系会如何影响上下级的互动和交流？ 

上下级互动关系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下级向上级提出与工作有关的想法和建议（建言行

为），我们有必要厘清上下级层级差异，特别是上级领导具备的权力和地位特征对下属的建

言行为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上下级权力差异对下属建言的影响(Kumar & Mishra, 

2017; Morrison & Rothman, 2009)，但是如前所述，构成组织层级差异的基础不仅是权力，地

位也是重要的层级基础之一，领导地位对下属建言的影响却较少受到关注。 

更重要的是，权力和地位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当权力和地位是一致（如高权力高地位）

或背离（如高权力低地位）时，这些多样化的组合会如何进一步影响员工的建言决策？以往

的研究发现权力的作用有时取决于地位的高低(Anicich et al., 2016; Fast et al., 2012; Vial et al., 

2016)，然而权力和地位这种相互交织的关系对下属建言的影响尚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

本文中，我们将探讨下属在不同类型的层级嵌套关系（权力、地位）中的建言行为是否存在、

为何存在高低差异，并探讨下属如何综合领导权力和地位的特征来决定自己是否建言。 

在实践启示部分，我们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强化了对组织内选人、用人，以及对今天

多元化的组织层级体系、新生代的员工等方面的启示。具体请见 5.2 实践启示部分。 

 

意见 2：请作者进一步明确“权力”和“地位”两个变量选取的原因。例如，“权力”和“地位”的

关系是什么样的，有何区别和联系？“权力”和“地位”是否为“层级差异”的唯二构成要素？

“权力”和“地位”的来源是客观层级赋予，还是领导者对自身的主观评价，还是下属对领导者

的主观解读？现有的理论构建中，“地位”更类似于下属对领导的主观解读，而“权力”则更类

似于领导客观控制权，由此，两个变量在模型中与心理安全感的关系不应是平行的（假设 2

和 4）。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将逐一对您的几点意见和疑问进行回应： 

1. 选取“权力”和“地位”两个变量的理由 

根据社会结构演化理论 (evolutionary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s)，支配(dominance) 和声

望(prestige) 是获取层级差异的两种最基本的路径(Henrich & Gil-White, 2001)，权力和地位正

是支配和声望在组织层级中的具体表现(Case et al., 2018; Cheng et al., 2013)，也是组织层级

两种最重要的基础(Magee & Galinsky, 2008)。因此我们选择权力和地位作为组织层级的两种

关键变量。 

除权力和地位之外，构成层级差异的基础还有社会经济地位、职位等(H. J. Li et al., 

2016)。但是本文根据社会结构演化理论选择了两个最基本的层级基础，即权力和地位。 

2. 权力和地位的关系，二者的区别和联系 

权力和地位是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两个层级基础。权力是指通过掌握有价值的资源，



 
 

或通过奖惩来控制和影响他人的能力(Magee & Galinsky, 2008)。根据社会结构演化理论，权

力是个体通过支配他人的方式来获取影响力，是基于支配的层级基础(Kakkar et al., 2020)，

也是属于个体自身的属性(Magee & Galinsky, 2008)。当领导拥有高权力时，意味着领导对下

属拥有较大的奖赏权（如渴望的工作任务、晋升、涨薪等）和惩罚权（想要避免的工作任务、

降级等）。这会让下属在与领导交往的过程中感到不安全，担心自己的行为给上级留下不好

的印象、触怒上级(Morrison & Rothman, 2009)。因此下属会尽量避免有风险的行为，如建言

行为。 

地位是指个人在组织中的威望，或被他人尊敬与仰慕的程度(Blader & Yu, 2017)。根据

社会结构演化理论，这是个体通过他人的钦佩和赞赏获得影响力，是基于声望的层级基础，

更多的是他人赋予的属性(Cheng et al., 2013; Henrich & Gil-White, 2001)。当领导地位较高时，

领导为了维持地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以符合下属的期望(Case et al., 2018; Cheng et al., 

2013)，在与下属交往的过程中较为开放和友善(Blader et al., 2016)，让下属感到安全。因此

下属在与领导交往时的不安会降低，更加愿意敞开心扉、直言进谏。综上所述，权力和地位

的来源不同、对下属的影响也不同。 

虽然权力和地位存在差异，但是二者也相互联系。根据社会结构演化理论，地位依赖于

他人的评价和认可，因此能够对领导的行为产生约束：若领导的行为背离了下属的期待，那

么领导将失去下属的尊敬和爱戴(Case et al., 2018; Henrich & Gil-White, 2001)。据此，我们认

为地位可以约束领导对权力的使用，防止领导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此外，地位能够为领导

权力带来合法性。当领导地位较高时，意味着拥有权力的领导同时也得到了下属的尊敬和爱

戴。此时领导权力的合法性更高（季浩 等，2019）。 

3. 权力和地位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正如审稿专家所言，地位的主观性高于权力。研究者认为，地位来源于他人的评价，因

此主观性更高(Magee & Galinsky, 2008)。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群体内部对于地位的高低位置

通常都有比较一致的意见(Anderson et al., 2006)。此外，虽然权力的客观性高于地位，但是

权力也有一定的主观性。权力来源于对有价值的资源的控制，这种“价值”的判断包含了一

定的主观性 (Magee & Galinsky, 2008)：只有当他人认可这种“价值”时，权力才能发挥作

用。可见，权力和地位均有一定的主观成分，其中地位的主观性高于权力。 

4. 权力和地位与心理安全感的作用是否平行 

我们认为权力和地位对心理安全感的作用有两方面：1）权力和地位均会通过影响下属

的心理安全感作用于下属建言行为，这里体现的是“平行”的作用；2）领导地位调节领导

权力对下属建言行为的影响，这种调节作用通过下属心理安全感的作用传递至建言行为，表

现为被中介的调节作用，这是“非平行”的作用。因此我们既考虑权力、地位对心理安全感

“平行”的影响，也考虑被中介的调节作用这一“非平行的影响。 

根据审稿专家的上述建议，我们对论文的引言、假设提出部分均进行了修改（p. 1-5）。 

 

意见 3：有何理论框架可以将“权力”、“地位”、“心理安全感”和“建言”统一进行考量？请进

一步明确本文的理论基础。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经过仔细考虑，选择社会结构演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s)来统一考量研究中的几个关键变量。具体而言，根据社会结构演化

理论，支配(dominance) 和声望(prestige) 是获取层级差异的两种最基本的路径(Henrich & 

Gil-White, 2001)，权力和地位正是支配和声望在组织层级中的具体表现(Case et al., 2018; 

Cheng et al., 2013)。因此我们选择从领导权力和地位的视角来看待不同的层级划分对下属的

影响。 

社会结构演化理论认为，基于支配的领导权力可能会使下属担心自己所追求的资源受到

影响、进而产生畏惧和不安(Kish-Gephart et al., 2009; Milliken et al., 2003)，这会降低下属建

言时的心理安全感；而地位是领导声望的体现，源于下属对领导的爱戴和敬仰(Yu et al., 

2019)，会促使领导在与下属交往时更加友善和包容(Blader et al., 2016)，让下属在向上建言

时感到更安全，进而更加愿意向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因此本文提出，领导权力不利于下属

建言，领导地位有利于下属建言，权力和地位的作用会通过下属心理安全感传递至下属建言

行为。 

社会结构演化理论还指出，领导地位能够约束领导行为，减少下属对领导滥用权力的担



 
 

忧，增加权力的合法性(Vial et al., 2016)。因此我们提出，领导地位可以减轻下属面对领导高

权力时的不安全感，从而缓解权力对建言的负面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尝试在社会结构演化理论的框架内分析领导权力、地位、心理安全感和

建言行为的关系，并对文章的引言和假设提出部分进行了修改（p. 1-5）。 

 

意见4：“权力”和“地位”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是否均通过“心理安全感”产生作用？Morrison

多次提到（如 2011,2014）员工对于建言行为的判断出于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双重考虑，是否

存在一种可能，即“权力”、“地位”分别/同时影响了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而对建言产生不同

影响？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认为领导的权力和地位均通过“心理安全感”作用于

下属的建言行为，如前所述，这是根据社会结构演化理论推导出的假设。并且，本文的目的

之一是区分权力和地位对下属建言的不同作用，我们认为从安全性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对此

进行区分。具体而言，基于支配的领导权力可能使得下属担心自己所追求的资源受到影响、

进而产生畏惧和不安(Kish-Gephart et al., 2009; Milliken et al., 2003)，这会降低下属建言时心

理安全感；而地位是领导声望的体现，源于下属对领导的爱戴和敬仰(Yu et al., 2019)，会促

使领导在与下属交往时更加友善和包容(Blader et al., 2016)，让下属在向上建言时感到更安

全，进而更加愿意向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据此我们提出领导权力可能降低下属的建言安全

感，而地位可能提高下属的建言安全感，这是权力和地位在影响下属建言时的不同效应。因

此我们聚焦于领导权力和地位通过影响下属的心理安全感作用于建言行为。 

我们同意审稿专家的意见，权力和地位也有可能通过有效性这条路径影响下属的建言行

为。Morrison (2014)指出，当建言对象在组织中拥有较高的影响力时，他们所采纳的意见更

有可能被有效实施。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当领导具备较高的权力或地位时，建言的有效性可

能随之上升。因此我们在未来的研究展望部分呼吁研究者能够进一步检验权力（地位）通过

影响下属对建言有效性的感知作用于建言行为，请见“5.3 研究不足与展望”(p. 20- 21)。 

 

意见 5：作者利用 Prolific 平台招募了研究 1 和 2 的被试，请提供关于被试更多的信息，如

国籍、种族。由于建言行为深受文化背景的影响，请作者更详细地说明例如权力距离倾向

（power distance orientation）等因素是否会受到文化的作用进而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或者

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在不同文化背景间是否存在差异。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根据您的建议统计研究 1 和 2 中被试的国籍信息，并

按照文化特征将其划分为如下几类（见表 6、表 7），并汇报在“2.1.1 研究样本”（p. 6）和

“3.1.1 研究样本”（p .8）。由以下两个表格统计结果可见，研究 1 和 2 的主要样本来自于欧

美等西方国家，而研究 3 均为中国样本。可见本文的研究结论在权力距离较小的西方文化和

权力距离较大的东方文化中均适用。 

 

表 6 研究 1样本特征 

来源 计数 

亚洲 4 

非洲 3 

南美 3 

中东 1 

欧美 152 

合计 163 

 

 



 
 

表 7 研究 2样本特征 

来源 计数 

亚洲 2 

非洲 4 

南美 11 

中东 6 

欧美 166 

合计 189 

 

意见 6：研究 1-3 的建言均采用 Liang et al (2012)两维度量表，研究 1 中实际选用的条目与原

10 条目的差别较大，请作者提供更为详细的条目删减说明。同时，研究 3 将两维度直接统

一为单维度的“建言行为”。实际上，抑制性建言和促进性建言不仅在内容上，也在建言风险

上存在一定差异，在实际层面可能与本文突出强调的“权力”、“地位”高度相关。因此，建议

作者为合并抑制性建言和促进性建言提供更多的缘由，并考虑是否进一步突出抑制性建言和

促进性建言的差异性，在假设层面突出“权力”、“地位”分别对抑制性建言和促进性建言的不

同影响及其机制。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在原文中对研究 2 中和研究 3 中的量表改编过程介绍

不够具体，现在已经增强了描述，请参见“3.1.3 变量测量”（p.8）和“4.1.2 变量测量”（p.13）。

关于研究 2 中量表处理的问题，您的疑问和审稿专家 1 相同，我们在回应审稿专家 1 的意见

9 时对此进行了详述，请您审阅。 

 在研究 3 中，我们将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合并为建言行为。关于这个问题，审稿专

家 1 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我们在回应审稿专家 1 的建议（意见 10）时，对此进行了详述，

请您审阅。 

 

意见 7：研究 3 中控制了下属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任职年限和权力距离倾向，尽管

研究表明权力距离倾向会影响员工对领导权力的接受程度，Becker 等(2016)建议同时提供包

括控制变量和不包括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以确保结论的稳健性。同时，请作者对所控制的

各个变量的原因加以深入说明。   

Becker, T. E. (2005). Potential problems in the statistical control of variable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A qualitative analysis with recommendation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8(3), 

274-289.  

Becker, T. E., Atinc, G., Breaugh, J. A., Carlson, K. D., Edwards, J. R., & Spector, P. E. (2016). 

Statistical control in correlational studies: 10 essential recommenda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researcher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7(2), 157-167.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Y., & Podsakoff, N. P.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5), 879-903.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我们按照您的意见在“4.1.2 变量测量”（p.13）

对选择每个控制变量的原因进行了说明，并重新做了不包含控制变量的数据分析，结果如表

8 和表 9 所示。我们比较了包含控制变量和不包含控制变量的假设检验结果，二者具有高度

的一致性，具体见表 10。 



 
 

表 8 权力和地位的主效应及心理安全感的中介效应（研究 3） 

变量 
建言行为  心理安全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领导强制权 -0.09 (0.04)*   -0.06 (0.04)    -0.32 (0.06)***   

领导奖赏权   -0.05 (0.04)   -0.02 (0.04)    -0.25 (0.07)*** 

领导地位 0.11 (0.04)* 0.14 (0.04)** 0.06 (0.05) 0.07 (0.05)  0.46 (0.07)*** 0.60 (0.07)*** 

心理安全感     0.11 (0.04)** 0.12 (0.04)***      

强制权团队均值 -0.08 (0.12)   -0.04 (0.12)    -0.35 (0.08)***   

奖赏权团队均值   0.04 (0.11)   0.04 (0.11)    -0.03 (0.08) 

地位团队均值 0.03 (0.12) 0.03 (0.13) 0.01 (0.12) -0.00 (0.13)  0.22 (0.08)** 0.30 (0.09)*** 

注：N = 346; †p < 0.10,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 9 权力和地位的主效应及心理安全感的中介效应（研究 3） 

变量 
建言行为  心理安全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领导强制权 -0.10 (0.04)*   -0.06 (0.04)+    -0.32 (0.06)***   

领导奖赏权   -0.05 (0.04)   -0.02 (0.04)    -0.25 (0.07)*** 

领导地位 0.08 (0.05)+ 0.15 (0.05)** 0.04 (0.05) 0.08 (0.05)  0.43 (0.07)*** 0.58 (0.07)*** 

强制权×地位 0.15 (0.06)**   0.13 (0.06)*    0.19 (0.08)*   

奖赏权×地位   -0.04 (0.09)   -0.07 (0.09)    0.24 (0.13)+ 

心理安全感     0.10 (0.04)* 0.13 (0.04)***      

强制权团队均值 -0.08 (0.12)   -0.05 (0.12)    -0.34 (0.08)***   

奖赏权团队均值   0.04 (0.11)   0.05 (0.11)    -0.04 (0.08) 

地位团队均值 0.02 (0.12) 0.03 (0.13) 0.01 (0.12) -0.00 (0.13)  0.21 (0.08)** 0.31 (0.09)*** 

注：N = 346; †p < 0.10,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 10 假设检验结果对比（研究 3） 

假设 强制权模型  奖赏权模型 

 含控制变量 不含控制变

量 

 含控制变量 不含控制变

量 

H1 领导权力对建言的消极

作用 

成立 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H2 领导地位对建言的积极

作用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H3 心理安全感在领导权力

（地位）之间的中介作用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H4 领导地位的调节作用 成立 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H5 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意见 8：由于数据结构问题，研究 3 中应用了跨层回归分析，请基于这一数据特征，提供跨层 CFA 检

验的结果 。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向我们提出了数据分析的建议。我们按照您的意见做了跨层 CFA 检验，但是

协方差矩阵非正定，最终没有得到可信的模型拟合优度。因此我们还是按照单层的 CFA 汇报检验的结

果。具体见“4.2.1 验证性因子分析”（p. 14）。 

……………………………………………………………………………………………………… 

 

审稿人 3意见： 

该文通过三个研究，探讨了地位、权力和心理安全感对员工建言的影响机制。建言是近 40 年来行

为科学非常热点的研究，选择该主题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特别是考虑地位、权力

在其中的作用，也是建言领域探讨的热点。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下，地位和权力对建言的作用虽然呈现差

异化影响，但在中国情境下，这一问题更加凸显。文章格式较为规范，按照《心理学报》的范式进行写

作，采用了实验研究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测量，保证了研究的可复制性。但也存在如下主要问

题：  

 

意见 1：题目为什么是“位高权重”？实际上研究中既有位高和位地，也有权重和权轻？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标题的不恰当之处。我们现已重新拟定标题为《领导权力和地位对

下属建言的影响——心理安全感的作用》。 

 

意见 2：我们很难看到本文是基于何种现象进行的研究？看不出为什么权力和地位对建言有不同的影响

效果？如一个是正向影响，额是负向影响。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很抱歉我们在文中没有结合管理现象对研究动机进行阐述。现在我们

已经在前言对此部分进行了补充（p. 1-2）。具体而言，在管理实践中，我们时常观察到领导权力和地位

相一致或背离的情况。如在常见的职业发展双通道中，管理类和技术类是两个上升通道。其中，技术专

家可能并不掌握对他人的奖惩和控制，却因技术高超或/和技术上帮助他人而备受尊敬；一个仅仅依靠

职位权力支配和控制他人的领导却可能因不懂技术而不受员工爱戴。又如创业公司中投资人指派的

CEO 虽然掌握了重要的决策和奖惩权，却可能因不懂业务而不受员工拥护甚至受到抵制(Clarysse & 

Moray, 2004)。这时权力和地位对下属建言的效应究竟会相互增强、还是相互抵消？这一问题尚未得到



 
 

检验。这背后体现的理论问题是：作为组织层级划分的两个重要基础，权力和地位在影响下属建言的过

程中是否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下属是否会综合考虑领导的权力和地位特征做出建言的决定？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基于社会结构演化理论提出了本文的几个假设。社会结构演化理论认为，

基于支配的领导权力可能使得下属担心自己所追求的资源受到影响、进而产生畏惧和不安(Kish-Gephart 

et al., 2009; Milliken et al., 2003)，这会降低下属建言时心理安全感；而地位是领导声望的体现，源于下

属对领导的爱戴和敬仰(Yu et al., 2019)，会促使领导在与下属交往时更加友善和包容(Blader et al., 2016)，

让下属在向上建言时感到更安全，进而更加愿意向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因此本文提出，领导权力不利

于下属建言，领导地位有利于下属建言，权力和地位的作用会通过下属心理安全感传递至下属建言行为。

假设提出部分的修改请见正文 p.3-5. 

 

意见 3：我们也没有理清本文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其逻辑是什么？为什么采用这些变量？需要阐述的规

律或者启示是什么？是基于数据驱动、理论驱动还是现象驱动？根据权力的促进和抑制理论，领导权力

可能是双面效应，这取决于你的情景是什么？你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细致审阅！就您在该意见中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做了以下修改和回应： 

1. 文章的理论基础、逻辑、采用几个变量的原因。 

本文的假设主要依据社会结构演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s)提出。根据社会结构演

化理论，支配(dominance) 和声望(prestige) 是获取层级差异的两种最基本的路径(Henrich & Gil-White, 

2001)，权力和地位正是支配和声望在组织层级中的具体表现(Case et al., 2018; Cheng et al., 2013)，也是

组织层级的两种最重要的基础(Magee & Galinsky, 2008)。因此我们选择权力和地位作为组织层级的两种

关键变量，并从领导权力和地位的视角来看待不同的层级划分对下属的影响。 

社会结构演化理论认为，基于支配的领导权力可能使得下属担心自己所追求的资源受到影响、进而

产生畏惧和不安(Kish-Gephart et al., 2009; Milliken et al., 2003)，这会降低下属建言时心理安全感；而地

位是领导声望的体现，源于下属对领导的爱戴和敬仰(Yu et al., 2019)，会促使领导在与下属交往时更加

友善和包容(Blader et al., 2016)，让下属在向上建言时感到更安全，进而更加愿意向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

因此本文提出，领导权力不利于下属建言，领导地位有利于下属建言，权力和地位的作用会通过下属心

理安全感传递至下属建言行为。 

社会结构演化理论还指出，领导地位能够约束领导行为，减少下属对领导滥用权力的担忧，增加权

力的合法性(Vial et al., 2016)。因此我们提出，领导地位可以减轻下属面对领导高权力时的不安全感，从

而缓解权力对建言的负面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尝试在社会结构演化理论的框架内分析领导权力、地位、心理安全感和建言行为的

关系，并对引言和假设提出部分进行修改（p.1-5）。 

2. 需要阐述的规律或者启示是什么？是基于数据驱动、理论驱动还是现象驱动？ 

本文想要揭示的主要规律是领导权力和地位对下属建言将产生相反的影响，下属还会综合考虑领导

权力和地位的特征做出建言的决策。其中，我们要特别关注领导高权力低地位这一组合，在这种情况下

下属的建言行为最低。如前所述，这是基于社会结构演化理论得出的结论，同时我们在组织实践中也观

察到了权力和地位相背离的现象，特别是高权力低地位的领导难以服众、甚至受到抵制的现象。在本文

中我们采用了实验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些理论推导和现象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了研究 1~3

数据的支持。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既有理论基础，也有现实意义，并且得到了数据支持。 

3. 根据权力的促进和抑制理论，领导权力可能是双面效应，这取决于你的情景是什么？你研究的目的

是什么？ 

权力的促进和抑制理论的确是权力领域颇有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指出权力会产生双面效应：一方



 
 

面，高权力与资源和自由有关，会激活“接近行为系统（behavioral approach system）”，从而增加权力拥

有者的积极情绪、对奖励的关注、启发性认知和不受限制的行为；另一方面，缺乏权力与惩罚、威胁有

关，会激活人们的“抑制行为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因此缺乏权力会增加人们的消极情

绪、受环境限制的行为、回避风险的行为(Keltner et al., 2003)。这个理论主要预测权力对掌权者个人的

情绪、感知、行动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主要研究的是领导的权力（和地位）对下属而不是掌权者自身

建言行为的影响。领导权力和地位是组织层级划分的两个重要基础，社会结构演化理论主要描述层级划

分的形成路径以及层级划分对下属的影响，因此我们主要依据社会结构演化理论来探讨关键变量的关

系，并提出研究假设。 

 

意见 4：文献综述。地位和权力的区别在哪里？是否是一种冗余的构念？文章需要澄清二者的差异及其

构念之间的关系。此外，文献综述部分知识摘取了有用于本文的文献，即支持领导权力和领导地位对建

言的影响关系，实际上，领导权力和领导地位对员工建言的影响是差异化的，或者是两面的。这在诸多

研究中都有呈现。这是否意味着，不同的文化（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背景下，领导权力和领导地位对

建言的影响效应不同，方向不同？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将逐一回应如下。 

1. 地位和权力的区别和联系  

权力和地位是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两个层级基础。权力是指通过掌握有价值的资源，或通过奖惩

来控制和影响他人的能力(Magee & Galinsky, 2008)。根据社会结构演化理论，权力是个体通过支配他人

的方式来获取影响力，是基于支配的层级基础(Kakkar et al., 2020)，也是属于个体自身的属性(Magee & 

Galinsky, 2008)。当领导拥有高权力时，意味着领导对下属拥有较大的奖赏权（如渴望的工作任务、晋

升、涨薪等）和惩罚权（想要避免的工作任务、降级等）。这会让下属在与领导交往的过程中感到不安

全，担心自己的行为给上级留下不好的印象、触怒上级(Morrison & Rothman, 2009)。因此下属会尽量避

免有风险的行为，如建言行为。 

地位是指个人在组织中的威望，或被他人尊敬与仰慕的程度(Blader & Yu, 2017)。根据社会结构演

化理论，这是个体通过他人的钦佩和赞赏获得影响力，是基于声望的层级基础，更多的是他人赋予的属

性(Cheng et al., 2013; Henrich & Gil-White, 2001)。当领导地位较高时，领导为了维持地位会约束自己的

行为以符合下属的期望(Case et al., 2018; Cheng et al., 2013)，在与下属交往的过程中较为开放和友善

(Blader et al., 2016)，让下属感到安全。因此下属在与领导交往时的不安会降低，更加愿意敞开心扉、直

言进谏。综上所述，权力和地位的来源不同、对下属的影响也不同。 

虽然权力和地位存在差异，但是二者也相互联系。根据社会结构演化理论，地位依赖于他人的评价

和认可，因此能够对领导的行为产生约束：若领导的行为背离了下属的期待，那么领导将失去下属的尊

敬和爱戴(Case et al., 2018; Henrich & Gil-White, 2001)。据此，我们认为地位可以约束领导对权力的使用，

防止领导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此外，地位能够为领导权力带来合法性。当领导地位较高时，意味着拥

有权力的领导同时也得到了下属的尊敬和爱戴。此时领导权力的合法性更高（季浩 等，2019）。由此可

见，领导地位可以缓解领导权力的消极作用。 

2. 文献中权力和地位对下属建言的作用 

感谢审稿专家为我们的文献综述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建议，我们将权力和地位下属建言相关的文献进行

了重新的梳理。一些研究发现，高权力使得领导过度自信(Ma et al., 2020; Macenczak et al., 2016; See et al., 

2011)，并且削弱领导的换位思考(Blader et al., 2016; Galinsky et al., 2006)，还会让下属心生畏惧

(Kish-Gephart et al., 2009; Milliken et al., 2003)。从这些研究可以推断，领导高权力不利于下属建言。然

而另一些研究却认为，掌权者在社会关系中掌握了有价值的资源(Galinsky et al., 2015)，有权采纳并实施



 
 

来自下属的意见和建议，可以保障下属建议得以有效实施。从这一角度来看，权力反而保障了建言变为

现实的可能性。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下属倾向于向高权力的领导建言，以解决工作场所中的问

题(Detert & Treviño, 2010)。由此可见，已有的研究发现领导权力对下属建言可能存在双面刃效应。 

领导地位代表的是个人与群体间的相互支持、合作、信任(Locke & Heller, 2017)。虽然现有的研究并未直

接检验领导地位对下属建言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相关的研究中得到一些启发。研究发现，当领

导地位较高时，为了维护高地位，高权力的领导需要关注他人的视角(Blader & Chen, 2012)。例如有学者

认为，地位能促进个体的换位思考(Blader et al., 2016)。由此推断，领导地位可能有利于下属建言。 

虽然以往的文献探讨了权力和地位对领导开放性、换位思考等方面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还存在以

下不足：1）主要关注权力差异对员工建言的影响，对领导地位的关注不足；2）没有在建言的情境中检

验权力和地位相互交织的关系对建言的影响。 

3. 文化的作用 

正如审稿专家所言，文化背景确实会影响人们对权力和地位感知和判断。如在权力距离较高的文化

中，人们对权力分配不均的接受程度更高、对权威的服从程度也更高(Brockner et al., 2001)，因此权力

可能会与特权、不道德行为相关(Y. Liu et al., 2019)。又如，在个人主义较强的文化中，胜任力更有可能

带来高地位(Y. Liu et al., 2019)。 

在本文中，为了考察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否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都适用，我们采用了多样本的研究。

具体而言，研究 1 和 2 的样本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研究 3 的样本则来自中国。通过多样本的研究，我们

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不同的文化中具备较高的一致性。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应和修改，请见正文 p. 1-5 部分。 

 

意见 5：在操控性实验研究部分，告知被试相关的职位，是否意味着实验可能会存在记忆和成熟、历史

等等误差？文章需要考虑操控性实验的情景刺激对实验效应的影响。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为我们研究设计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研究 1 中，我们设定了“市场部经理”和“市场部经理助理”2 个职位，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1）

通过“经理”和“经理助理”两个职位模拟上下级关系。由于我们是在上下级关系中研究领导权力和地

位对下属建言行为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模拟和操纵领导和下属的关系。2）设置相关职位，可以让研究

的情景更为具体，让被试更容易沉浸在实验的情景中，更有真实感。3）这也是在实验中模拟下属向上

级建言的一种常见的情景操纵方式。例如 Burris (2012)为了测量下属的建言行为，模拟了公交公司经理

和调度员这一对上下级。又如 De Wit 等(2017)设置了交通公司职员、MBA 教授等不同的职位。 

 

意见 6：研究设计部分。为什么要对问卷进行改编，改编的理由何在？特别是心理安全感量表，在中国

情境下的测试效果是否改编之后的效果优于原来的量表？根据我们对心理安全感量表的测量和多次调

查，心里安全感量表在实际中信度（可靠性）并不高？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阅，在研究中我们确实对量表进行了改编，现在我们将改编的过程和

目的进行详细阐述。 

1. 心理安全感 

研究 2 和 3 我们均测量了心理安全感，该量表改编自 Liang 等(2012)。原量表的指向是“在部门/

团队内”，我们改为“向主管领导”建言。这是因为我们主要关注下属向主管领导建言这个情境。在研

究 2 和研究 3 中，心理安全感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是 0.9 和 0.88，信度较高。高于 Liang 等(2012)

的研究中汇报的心理安全感 Cronbach's α 系数 0.72（时间点 1）和 0.75（时间点 2）。Liu 等(2017)在测量

心理安全感时，同样将原量表的指向改为“在与主管领导互动时”，在该研究中心理安全感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我们推测，将建言的指向具体化有可能减少填写问卷时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测量的信

度，但是这个推测需要进一步实证的研究检验。对于心理安全感量表的改编，我们补充至“3.1.3 变量

测量”（p. 9）。 

2. 建言行为 

关于研究 2 中量表处理的问题，您的疑问和审稿专家 1 相同，我们在回应审稿专家 1 的意见 9 时对

此进行了详述，请您审阅。 

 

意见 7：在实验研究和问卷调查部分，所使用的材料（或量表），如领导权力是不同，这些不同测量材

料是否具有测量评估的一致性？其所得效应量是否会存在差异？  

回应： 

在本文的 3 个研究中，对权力的操纵或测量方法略有差异，但是都是围绕我们对权力的定义，即通

过掌握有价值的资源，或通过奖惩来控制和影响他人的能力(Magee & Galinsky, 2008)。在研究 1 中操纵

权力时，我们描述的是对日常工作、绩效评估、薪酬、晋升等四方面的掌控、分配、奖惩等；在研究 2

中，我们对权力的描述也集中在对资源的掌控和分配（如工作任务和工作量、薪酬、晋升等）、奖惩权。

在研究 3 中对权力进行测量时，测量的也是领导通过奖惩来实现资源分配。由此可见，3 个研究中对权

力的操纵和测量是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的。 

此外，由于权力变化意味着领导资源分配权、支配权的变化，引发的是下属对自己所追求的资源的

担忧，因此我们认为，越真实的情景可能越能体现出这种心理不安全感，效应量可能越大。据此我们推

断，研究 2 的效应量有可能大于研究 1。从结果来看，在研究 1 中，领导权力对建言行为的主效应显著

F（1,157）=4.85, p= 0.03, partial η
2
=0.03；领导地位对建言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 F（1,157）=0.82, p= 0.37, 

partial η
2
=0.01；领导权力和地位的交互作用对建言行为的影响显著，F（1,157）=4.52, p=0.04, partial 

η
2
=0.03。在研究 2 中，领导权力对建言行为的主效应显著 F（1,182）=3.97, p= 0.048, partial η

2
=0.02，

对心理安全感的主效应显著 F（1,182）=4.35, p= 0.04, partial η
2
=0.02。领导地位对建言行为的主效应显

著 F（1,182）=10.40, p= 0.001, partial η
2
=0.05，对心理安全感的主效应显著 F（1,182）=29.92，p<0.001, 

partial η
2
=1.14。领导权力和地位的交互作用对建言行为的影响显著，F（1,182）=6.27, p=0.01, partial 

η
2
=0.03。由此可见，领导权力的效应量在研究 1 和研究 2 较为一致。领导地位的效应量在研究 2 较高，

与我们的预期较为一致。 

综上，我们在研究 1 采用的模拟工作场景，研究 2 是请被试回忆真实的工作场景中的上下级关系，

研究 3 是直接测量当前的上下级关系，在不同的研究情境中检验研究假设，可以增强研究的外部一致性

和可复制性。 

 

意见 8：数据分析部分。建议分析时采用置信区间而不是显著性。特别是，从分析结果来看，调节效应

图线几乎是平行的，这意味着，调节作用是非常微弱的。这意味着，置信区间的宽度问题。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按照您的意见，在研究 3“4.2.3 假设检验”（p.16-18）中汇报了调节

效应的置信区间，请您审阅。  

 

意见 9：一些相关的语言问题。例如“本文进一步指出，高权力意味着领导有能力对下属进行奖惩，会

让下属担心自己的建言行为会带来负面结果；而高地位却代表着威望、声誉，会减少下属对人际互动后

果的担忧”。既然领导者既有惩罚权力，又有奖励权力，难道奖励也会带来建言的负面影响。此外，高

权力领导者为什么和高地位领导者所带来的安全感是不一致的？这意味着需要对权力的构念进行细分，

否则是矛盾的。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仔细审阅，并对我们的行文提供建议。需要指出的是，奖赏权并不等同于领

导为了鼓励建言而对员工进行奖励，较高的奖赏权意味着领导对下属奖励（如奖金、晋升等）具备较大

的决定权。此时若因建言和挑战权威引发领导不满，同样可能也会引发对个人不利的后果（如减少奖金

发放）。因此奖赏权也可能会引发下属对建言后果的担忧。 

此外，根据社会基层演化理论，基于支配的领导权力可能使得下属担心自己所追求的资源受到影响、

进而产生畏惧和不安(Kish-Gephart et al., 2009; Milliken et al., 2003)，这会降低下属建言时心理安全感；

而地位是领导声望的体现，源于下属对领导的爱戴和敬仰(Yu et al., 2019)，会促使领导在与下属交往时

更加友善和包容(Blader et al., 2016)，让下属在向上建言时感到更安全，进而更加愿意向领导提出意见和

建议。因此本文提出，领导权力和地位所带来的的安全感是不同的。对于这部分的修改，请见“1.2 领

导权力与下属建言行为”及“1.3 领导地位与下属建言行为”（p.3-4）。 

 

意见 10：理论贡献部分。为什么有对于解决组织层级究竟是否有效的争议也有一定的帮助。未能从文

中看出对组织层级的研究，何来对组织层级的研究贡献？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我们提供的修改意见。这一部分确实容易引起误解，因此我们将这部分内容

删除了。请见“5.1 理论贡献” （p.19）。 

 

编委意见：建议退作者做大修，参考评审专家的修改建议，需要在理论上有创新，方法上严谨，结论上

坚实可靠。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我们逐一对照审稿专家的意见，对研究的理论贡献进行了深化，对研

究方法进行了详细阐释，对结论和启示进行了重新梳理。希望我们的修改能够令您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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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3意见： 

论文进过修改后，有了很大进步。但在以下方面仍然值得商榷：  

 

意见 1 ：从修改内容来看，作者仍然没有厘清权力和地位的关系。在假设中更是如此。如假设 1 领导

权力负向影响下属建言行为，假设 2 领导地位正向影响下属建言行为？权力和地位之间的关系是正向还

是负向的，如果是正向的，为什么对建言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方向？ 

回应： 

1. 领导权力和地位的关系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认为权力和地位都是个体在层级结构中获得一席之地的路径和基

础。权力是指通过掌握有价值的资源，或通过奖惩来控制和影响他人的能力，地位是指个人在组织中的

威望，或被他人尊敬与仰慕的程度(Blader & Yu, 2017)。在测量权力时，我们主要考察领导是否具备对

下属的工作任务、激励、职位等方面具备奖惩的能力；在测量地位时，我们主要考察领导在他人眼中是

否受到尊敬、爱戴(Yu et al., 2019)。由此可见，权力和地位在概念上和测量上均有显著差异。权力更多

源于职位或资源控制，地位更多源于他人赋予(Y. Liu et al., 2020; Magee & Galinsky, 2008)。 

权力和地位有时是正相关的，一些掌握权力的领导同时也具备较高的地位(Yu et al., 2019)。但是二



 
 

者并不总是同步的，这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获得权力和地位的路径不同。获得权力既可以依靠

能力、对组织的贡献(Keltner et al., 2008)，也可以依靠关系、政治手段等(To et al., 2020)。而地位更多与

胜任力、团队贡献有关，难以依靠关系、政治手段获得(Blader & Yu, 2017; Fiske et al., 2007; Swencionis & 

Fiske, 2016)。第二，高权力可能会给领导带来负面的作用，如增加领导的自利行为、不道德行为、辱虐

行为等(Gruenfeld et al., 2008; Y. Liu et al., 2020; Rus et al., 2012; Wisse & Sleebos, 2016)；甚至领导对权力

的使用也会让下属感到领导是自利的，这些都不利于领导获得下属的尊敬和爱戴(Willer et al., 2012)。由

此可见，获得高权力的领导不一定拥有高地位，权力和地位并不总是匹配的。研究发现权力和地位确实

会出现不同的组合（如高权力低地位），权力和地位之间甚至存在交互作用(Fragale et al., 2011)。例如相

比于其他组合，高权力低地位的个体会贬低他人(Fast et al., 2012)、引发人际冲突(Anicich et al., 2016)、

还会让人感到不真诚(Zheng & van Dijke, 2020)。 

虽然权力和地位有时是正相关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的作用是相同的。事实上，许多研究发现

二者甚至会产生相反的结果(Magee & Galinsky, 2008)。权力主要源于对资源的掌控，因此掌权者对他人

的依赖性较低，这会促进掌权者追求个人利益和目标，他们较少受到社会约束，对他人的关注度降低

(Galinsky et al., 2008)。相反，地位源于他人的赋予，因此高地位者更关注他人视角，更容易受到社会规

范的约束(Case et al., 2018)。例如有研究发现，权力与个体对待他人的公平性负相关，而地位与个体对

待他人的公平性正相关(Blader & Chen, 2012)；又如权力与个体的换位思考负相关，而地位与个体的换

位思考正相关(Blader et al., 2016)。可见权力和地位可能会产生相反的作用。 

基于这些研究结果，我们提出，领导权力和地位对下属建言行为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领导权

力和地位会出现不匹配的情况，下属会综合考虑领导的权力和地位特点来做出建言的决定。对领导权力

和地位的关系，我们在“1.1 权力和地位的联系和区别”（p.3-4）进行了详细阐述，希望我们的修改能

令您满意。 

2. 领导权力和地位对下属建言行为的影响 

根据社会结构演化理论，我们认为，领导权力和地位对下属建言的影响可能是相反的。我们提出领

导权力不利于下属建言，这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高权力的领导掌握着组织中正面（如奖励、晋

升机会等）和负面（如艰难的任务等）的资源(McClanahan, 2020)。此时下属的建言行为可能会直接影

响到自己的日常工作、职业发展以及奖金激励等诸多方面，这会造成下属对建言结果的担忧，因此不敢

主动表达自己对工作的意见、不满或疑虑。第二，与低权力领导相比，高权力领导拥有较高的行动自由

度，他们受到的社会制约较小，可能会表现出侵略性或不够友好的行为（如缺乏耐心、表达方式直接、

打断他人说话等）(Hall et al., 2005; Tost et al., 2013)，这也不利于下属建言。 

我们还认为，领导地位有利于下属建言，这是出于以下两点原因。第一，地位常常与专业知识、能

力、天赋、对团队的贡献等高度相关(Blader & Yu, 2017; Fiske et al., 2007; Swencionis & Fiske, 2016)。下

属有理由相信，高地位的领导具备足够的胜任力对下属的建议进行合理地评价，也更能理解下属的建议，

因此更有可能向高地位领导建言。第二，高地位的领导获得更多来自下属的爱戴，也意味着领导和下属

间具备良好、积极的关系。对领导的爱戴让下属对领导产生认同感，这会促进下属建言(W. Liu et al., 

2010)。此外，领导为了维持高地位，需要维护与下属的关系，他们在与下属交往时将更加友善、公平

和开放(Yu et al., 2019)，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McClanahan, 2020)。这些因素使得下属在向高地位的

领导建言时顾虑较小，他们感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得到恰当的评价和反馈、好的建议能够得到认可，

因此更加愿意建言(Xiang et al., 2019; Zhu & Akhtar, 2019)。 

我们在“1.2 领导权力与下属建言行为”（p. 4）和“1.3 领导地位与下属建言” （p. 5）两部分对

此进行了详细说明，希望我们的修改能让您满意。 

 



 
 

意见 2：有关权力、心理安全感与建言之间关系的研究非常多，加入地位之后进行研究是否意味着有了

新的贡献？控制地位或者控制权力后的影响效果如何？是否可能存在构念的冗余性？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关于权力和建言的关系已经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Kumar & Mishra, 

2017; Morrison & Rothman, 2009; Nembhard & Edmondson, 2006)，但是这些研究还有一些不足。第一，

以往的研究大多将领导的权力作为单独的因素来考察其对下属建言行为的影响。第二，许多研究将权力

和地位看作是相同的变量。第三，研究对于权力究竟会促进还是抑制建言还存在争议。我们认为，领导

的权力和地位是不同的影响因素，并且二者存在相互交织的关系，我们应该将二者的作用区分开来，并

考虑权力和地位的不同组合对下属建言的作用。下属在面对领导权力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领导既可能

合理利用权力也可能会滥用职权，因此下属不确定自己会因建言获益还是受损，这是权力和建言之间关

系尚未定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领导的地位是下属预判领导行为的重要社会信息，根据社会结构演化理

论，领导地位能够约束领导对权力的使用(Henrich & Gil-White, 2001)。因此以领导地位为边界条件来分

析领导权力对下属建言的影响，有助于厘清权力对建言的影响，还可以细化不同类型的层级差异对下属

建言的特殊作用。 

在研究 2 和研究 3 中，研究结论正是在控制权力或地位之后得到的。具体而言，在研究 2 中，将权

力和地位同时加入统计模型后，领导权力对建言行为有边缘显著的负向影响(B = -0.32, SE = 0.16, 

p=0.05)，领导地位对建言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 = 0.52, SE = 0.32 , p=0.001)。又在研究 3 中，将权力

和地位同时加入统计模型后，在领导强制权和地位的估计模型中，领导强制权对建言行为有显著的负向

作用(B = -0.09, SE = 0.04 , p = 0.01)，领导地位对建言行为有显著正向作用(B = 0.11, SE = 0.05 , p = 0.02)。

在领导奖赏权和地位的估计模型中，领导奖赏权对建言行为的影响不显著(B = -0.06, SE= 0.05, p = 0.18)，

领导地位对建言行为有显著正向作用(B = 0.14, SE = 0.05 , p = 0.003)。可见，领导权力和地位的作用并

不完全重合，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应。此外，领导权力对建言的作用受到了领导地位的调节作用，这也

是在控制领导权力和地位的主效应后得到的结果，在此不一一列举。 

最后，对于您所提出的“权力和地位是否存在构念的冗余”这一问题，我们在回应您的“意见 1”

时对权力和地位的概念、测量、区别和联系进行了详细阐述，由于篇幅所限未在此列出，烦请您查阅。 

综上所述，从理论上和数据上都支持我们将权力和地位对下属建言的影响区别开来。更重要的是不

能只从权力和地位单一视角来预测下属的建言行为，而是应该综合二者的不同组合，才能有效预测下属

建言行为的多寡。对此我们在“前言”的理论贡献部分(p.2)以及“1.1 权力和地位的联系和区别” (p.3-4)

对此进行了补充，希望我们的修改能令您满意，再次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意见 3：在研究中为何在两个实验研究中采用整体权力进行研究，在研究 3 中却将权力分开，从维度上

进行研究？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依据文献将权力定义为通过掌握有价值的资源，或通过奖惩来控制和

影响他人的能力(Locke & Heller, 2017; Magee & Galinsky, 2008)。这些资源包含正面（如奖金、晋升机会

等）和负面的（如艰难的任务等）内容。对正面资源的授予和对负面资源的消除即奖赏权，对负面资源

的施加和对正面资源的收回即惩罚权(Hinkin & Schriesheim, 1989; McClanahan, 2020)。由此可见领导权

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正是奖励和惩罚(Blader & Chen, 2014)。 

研究者也通常用奖赏权和强制权来反映领导的权力(Lian et al., 2014; Van Dijke et al., 2010)，权力的

测量工具总结于表 1。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领导整体权力的测量，还缺乏成熟的量表，许多问卷

调查仍然沿用 French 和 Raven(1959)对领导权力分类中的奖赏权和惩罚权对权力进行操作化。但是在实

验研究中，研究者对权力的操纵大部分采用的是整体权力的操作化，这一操纵方法已经比较成熟(Magee 

& Galinsky, 2008; Van Dijke et al., 2010)。因此我们在实验研究中采用整体权力，而在问卷调查中用奖惩



 
 

权进行操作化，这也是研究者常常使用的方法。如 Van Dijke 等（2010）的研究在问卷调查中（研究 1、

3）使用奖赏权和强制权量表衡量权力，在实验中（研究 2）使用整体权力的操纵方法。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在实验中（研究 1、2）操纵权力的时候，强调的也是领导通过奖惩来实现控制的能力，因此和研

究 3 的问卷调查内容高度一致（表 2）。可见，我们在三个研究中对权力的操作化一致性较高。



 
 

表 1 权力量表汇总 

对权力的定

义 

操作化 示例条目 量表 /测量来

源 

使用该操作化方法的文

献 

评价 

通过奖惩实

现对资源的

支配和控制 

奖赏权、惩罚

权 

奖赏权：我的主管领导可以提高我的薪酬水

平 

惩罚权：我的主管领导可以给我安排不称心

的工作任务 

(Hinkin & 

Schriesheim, 

1989) 

(Lian et al., 2014; Van 

Dijke et al., 2010) 

和本文对权力的定义一致。法定权与地位有一定的重合度

(Magee & Galinsky, 2008)，因此本文采用大多数学者使用

的奖赏权和惩罚权对权力进行操作化。其中，Hinkin 和

Schriesheim（1989）的量表经过了标准的开发步骤，使用

较为广泛，信度效度较高，因此本文使用该量表中的奖赏

权和惩罚权对权力进行测量。 

奖赏权、惩罚

权、法定权 

奖赏权: The person is able to give special 

benefits or rewards to people, and you find it 

advantageous to trade favors with him/her 

惩罚权: The person can make things difficult 

for people, and you want to avoid getting 

him/her angry 

法定权：The person has the right, considering 

his/her position and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to 

expect you to comply with legitimate requests.  

(Yukl & Falbe, 

1991) 

(Rus et al., 2012) 

整体权力 How much power does he or she have in the 

group?  

(Hays & 

Bendersky, 

2015) 

(Hays & Bendersky, 

2015) 

缺乏标准的量表开发步骤，心理测量指标不确定。 

职级 在组织中的职级 / (Anderson et al., 2008; 

van Dijke et al., 2018) 

本研究（研究 3）中的领导大多为中层领导，如果用职级

去衡量，方差较小。 

感知到的权

力 

影响力 I can get others to do what I want.  

My ideas and opinions are often ignored. 

(Anderson et 

al., 2012) 

(Tost et al., 2013) 主要测量的是心理权力感，与本文的定义不一致。此外，

权力和地位都能获得影响力，影响力更多的是权力和地位

带来的结果，因此不适合从影响力的角度进行操作化。并

且该测量工具部分条目直接测量的是地位而非权力(Yu et 

al., 2019)。 



 
 

表 2 研究 1-3 的权力操纵或测量 

研究 操作化 核心内涵 

研究 1 市场部经理对你的日常工作和月度绩效评价有完全

的（几乎没有）决定权。他还（也不）可以决定你

的薪酬水平和晋升机会。 

对日常工作、绩效评估、薪酬、晋升等四方面的

掌控和奖惩 

研究 2 他/她对你所重视的资源（如工作任务和工作量、绩

效考核、薪酬水平、晋升机会等）拥有很大（小）

的控制权。他/她（不）可以决定是否提供或者收回

这些资源，还可以（也不可以）决定是否对你实施

惩罚。 

通过奖惩来实现资源分配和控制，如工作任务、

工作量、薪酬、晋升等方面 

研究 3 我的主管领导可以提高我的薪酬水平 

我的主管领导可以影响我的涨薪 

我的主管领导可以给我特殊的福利 

我的主管领导可以影响我的晋升 

我的主管领导可以给我安排不称心的工作任务 

我的主管领导可以让我的工作变得非常困难 

我的主管领导可以让我的工作变得很不愉快 

我的主管领导可以让我的工作非常不顺心 

通过奖励、惩罚实现控制，如薪酬、晋升、工作

任务等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研究常常将奖赏权和强制权划分成一类(Raven et al., 1998)，但是学者认为二者

并非某一个潜在构念的外在反映，而是共同构成某个潜在的构念(van Dijke et al., 2010)。根据 Howell 等

(2007)的建议，应当将奖赏权和强制权作为单独的构念在统计模型中进行检验，而不是将二者合二为一。

从实证上来看，二者的相关系数较低(Van Dijke et al., 2010)，这也从数据上证明了二者的独立性。因此

我们在正文中分别汇报了奖赏权和强制权有关的统计结果。 

同时，我们也做了稳健性检验，将奖赏权和强制权合并为领导权力进行假设检验。如表 3 所见，领

导权力(模型 1：B = -0.14, SE= 0.05 , p = 0.01)和地位(模型 1：B = 0.12, SE= 0.05 , p = 0.01)对建言行为有

显著作用。当控制领导权力和地位后，心理安全感对建言行为有积极作用(模型 2：B = 0.12, SE= 0.04 , p 

= 0.002)。又由模型 3 和模型 5 可知，领导权力和地位的交互项对建言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模型 3：B = 0.17, 

SE= 0.10 , p = 0.10)，对心理安全感的影响显著(模型 5：B = 0.35, SE= 0.14 , p = 0.02)。 



 
 

表 3 权力和地位对建言行为和心理安全感的作用（研究 3） 

变量 
建言行为  心理安全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性别 -0.07 (0.07) -0.10 (0.07) -0.08 (0.07) -0.10 (0.07)  0.10 (0.08) 

年龄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教育程度 0.05 (0.04) 0.06 (0.04)+ 0.05 (0.04) 0.06 (0.04)  -0.07 (0.04) 

任职时间 -0.01 (0.02) -0.01 (0.02) -0.01 (0.02) -0.01 (0.02)  -0.04 (0.02)+ 

权力距离倾向 -0.03 (0.05) -0.03 (0.05) -0.03 (0.05) -0.03 (0.05)  0.01 (0.07) 

领导权力 -0.14 (0.05)* -0.08 (0.06) -0.13 (0.05)* -0.07 (0.06)  -0.47 (0.08)*** 

领导地位 0.12 (0.05)** 0.06 (0.05) 0.10 (0.05)* 0.05 (0.05)  0.47 (0.07)*** 

心理安全感   0.12 (0.04)**   0.11 (0.04)**    

领导权力×领导地位     0.17 (0.10) 0.13 (0.10)  0.35 (0.14)* 

领导权力团队均值 -0.02 (0.14) 0.01 (0.14) -0.02 (0.14) 0.01 (0.14)  -0.24 (0.10)* 

领导地位团队均值 0.03 (0.12) -0.01 (0.12) 0.03 (0.12) -0.01 (0.12)  0.32 (0.09)*** 

注：N = 346; †p < 0.10, *p < 0.05, **p < 0.01, ***p < 0.001。 

 

意见 4：在测量部分，量表的采用或者改编理由并不充分，例如对建言量表的采用或者改编。按照 Liang

等人（2012）量表，分为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那么权力和地位对两种建言的影响效果应该是不同

的，采用整体建言、建言维度或者改编的量表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有差异的。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对于建言量表的改编，我们并没有改变测量条目的内涵，仍然保留了

Liang 等（2012）原有的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的内容。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将建言行为拆分成促进

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并对研究 2 和研究 3 重新进行了数据分析，统计结果见表 4。从效应量来看，权

力和地位的对抑制性建言的作用略高于对促进性建言的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抑制性建言要指出组织当前

的问题和不足，风险性比促进性建言更大，员工进行抑制性建言时的不安全感可能更明显(Liang et al., 

2012)。而权力和地位通过心理安全感作用于建言行为，因此对抑制性建言的影响更为突出。 

但是我们更关注领导权力和地位对下属“是否”建言的影响，而不是对建言的内容的影响，并且大

部分对于促进性建言成立（或不成立）的假设对抑制性建言也成立（或不成立），分析结果较为一致。

因此我们仍然将两个建言维度合并，这也是一些研究者在使用 Liang 等（2012）的量表来测量建言行为

时使用的策略。如 Xu 等（2019）在探讨心理安全感对建言行为的作用时，采用 Liang 等（2012）的量

表对建言行为进行测量，同样并未区分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而是将二者合并为“建言行为”。为此，

我们在“5.3 研究不足与展望”部分对此进行了阐释，坦诚地指出了我们未区分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

言，并呼吁研究者关注两种建言行为的区别(p.24)。 



 
 

表 4 假设检验结果比较 

研究 对建言量表改编 研究假设 研究结果（促进性建言） 研究结果（抑制性建言） 

研究 2 将建言内容设定为“工

作流程”，合并重复的条

目 

领导权力→建言 F(1, 182)=2.28, p=0.13, partial η2=0.01 F(1, 182)=4.66, p=0.03, partial η2=0.02 

领导地位→建言 F(1, 182)=6.15, p=0.01, partial η2=0.03 F(1, 182)=11.90, p<0.001, partial η2=0.06 

领导权力×地位→建言 F(1, 182)=4.87, p=0.03, partial η2=0.03 F(1, 182)=5.60, p=0.02, partial η2=0.03 

研究 3 将建言的对象设定为

“主管领导” 

领导权力→建言 强制权：B = -0.08, SE= 0.04 , p = 0.08 

奖赏权：B = -0.06, SE= 0.05 , p = 0.25 

强制权：B = -0.11, SE= 0.04 , p = 0.01 

奖赏权：B = -0.06, SE= 0.05, p = 0.21 

领导地位→建言 强制权模型：B = 0.09, SE= 0.05 , p = 0.10 

奖赏权模型：B = 0.11, SE= 0.05 , p = 0.03 

强制权模型：B = 0.13, SE= 0.05 , p = 0.01 

奖赏权模型：B = 0.16, SE= 0.05 , p = 0.002 

领导权力×地位→建言 强制权：B = 0.17, SE= 0.06 , p = 0.01 

奖赏权：B = -0.14, SE= 0.10 , p = 0.17 

强制权 B = 0.15, SE= 0.06 , p = 0.02 

奖赏权：B = 0.02, SE= 0.10 , p = 0.86 

 



 
 

意见 5：数据分析部分。仍然没有表达收集数据过程的清晰性或者数据合理性，如研究 3，领导和下级

配对问题，调查的下级是否占据本部门或本团队 50%以上。在设计上是否存在权力与地位共同影响（三

重交互）？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在研究 3 中，由于领导需要评价下属的建言行为，为了减轻领导填写问卷

的负担，我们将下属的抽样人数限定在 8 人。当部门或团队中下属人数在 8 人以内（含 8 人），我们将

问卷发放给所有下属；当下属人数超过 8 人时，我们将问卷随机发放给 8 名下属。在最终样本中，80.18%

的团队有 50%及以上的下属完成了问卷调查。对此我们在“4.1.1 研究样本”部分对此进行了补充说明

（p. 14）。 

此外，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奖赏权、强制权和地位的三重交互项，三重交互项

对建言行为(B = -0.10, SE= 0.06, p = 0.34)和心理安全感（B = 0.10, SE= 0.16, p = 0.54）的作用并不显著。

再次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和耐心指正！ 

…………………………………………………………………………………………………………………… 

审稿人 2意见： 

《领导权力和地位对下属建言的影响——心理安全感的作用》一文通过多方法的研究设计，以社会

结构演化理论为基础，探究了领导权力和地位对下属建言行为和心理安全感影响的差异，并进一步验证

了领导地位调节权力对下属建言的作用，这为解释层级差异对建言行为的影响提供更细致的分析。整体

上，上一轮的修改中，作者对审稿意见进行了细致、详实的回复，并对文章进行了大幅修改，卓有成效。 

对于整个文章故事的架设，仍有个别问题希望得到作者的解释与回应：  

 

意见 1：作者将领导权力更多地解读为领导对下属的支配权，或者决定权；将地位解读为领导的声望，

或源于诸如专业地位而产生的影响。尽管作者已经在同一理论框架下讨论了权力和地位，但实践中，两

者并非单独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常见的往往是既有权力又有地位的领导者，他们既有过人之处，又

身居要职。因此，单独讨论权力和地位的实践启示有限。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认为，权力和地位确实存在关联，不能相互割裂。我们并非要单

独讨论地位和权力分别对建言的影响，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对权力效应的分析要同时把地位纳入考虑。

以往研究常把权力和地位等同，也即默认既有权力又有地位的领导者作为研究对象，但是现实中确实存

在权力和地位不匹配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下属的建言如何受到影响，还尚未得到关注，这也是我们

的重要贡献。因此，本文尝试将二者的作用区分开来，并考虑权力和地位的不同组合对下属建言的作用。 

具体而言，在组织中，权力和地位有时是正相关的，掌握有价值的资源可能赢得他人的尊敬，受人

尊敬也可能带来职位权力的提高。但是二者并不总是同步的，这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获

取权力和地位的路径是不同的。获得权力既可以依靠能力、对组织的贡献(Keltner et al., 2008)，也可以

依靠关系、政治手段等(To et al., 2020)。而地位与胜任力、团队贡献更相关，难以依靠关系、政治手段

获得(Blader & Yu, 2017; Fiske et al., 2007; Swencionis & Fiske, 2016)。因此，没有真才实学却依靠关系、

财富、手段上位的领导虽然可能权倾一时，却仍然得不到下属尊敬。 

第二，高权力可能会给领导带来负面的作用，如增加领导的自利行为、不道德行为、辱虐行为

(Gruenfeld et al., 2008; Y. Liu et al., 2020; Rus et al., 2012)，这会直接导致他们在下属眼中不再值得尊敬、

爱戴。甚至领导对权力的使用也会让下属感到领导是自利的，这都不利于领导在下属眼中获得尊敬和爱

戴(Willer et al., 2012)。 

第三．在组织日趋扁平化的今天，组织中可能缺乏足够的职位赋予员工权力（如对他人的奖惩权）。

一些做出了突出业绩、掌握了核心专业技能的专家可能并没有在正式的职级上晋升的机会，这意味着他

们可能缺乏来自职位的权力。然而他们是组织中的骨干核心，备受同事尊敬。换言之他们可能权力低而



 
 

地位高，这也是现代组织中常见的权力和地位不匹配的现象。 

综上所述，领导的权力和地位并不总是匹配的。在实证研究中，权力和地位的相关系数约为

0.10~0.86 不等(To et al., 2020)，这也从数据上说明二者并不总是高度相关的，我们需要考虑他们各自的

作用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在“1.1 权力和地位的联

系和区别”(p.3-4)以及“5.2 实践启示”(p.23)部分对此进行了补充。 

 

意见 2：进一步，结果显示，当领导地位较高时，领导权力对下属建言的负面作用较弱。这一实证结论

难道意味着有职级且备受尊敬的领导者收获的建言会少于仅备受尊敬的领导者？领导者的“权力”天然

地会将下属的建议拒之门外？如此，这种情况的产生究竟是对“权力”本身的敬畏，还是建言途径的缺

失？希望作者能对这些疑问予以解答。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领导权力确实会对下属建言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这是因为当领导有权对下属实施奖惩时，下属会更加担心自己因建言引发消极的后果，因此心理安全感

会降低。但是当领导地位较高时，领导权力对下属建言的负面作用不再显著了，即只要他/她具备高地

位，无论领导权力高低，对建言的影响就不存在差异了。反之，当领导权力较低时，领导权力的负面作

用更大。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缺乏地位支撑的权力会让下属的心理安全感降至最低，由此导致下属建言行

为的减少。 

从建言途径来看，在研究 1 中我们给被试提供了客观的“建言途径”，即给每位被试提供了向主管领

导（即市场部经理）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的机会。在研究 2 中我们同样明确给被试提供了建言机会，

请被试设想“主管领导在日常会议上询问是否对工作流程有改进建议、想法，或者发现了任何问题或不

足”，这也是客观的建言途径。由此可见，“下属”实际上获得了明确的建言机会，建言途径缺失的问题

并不明显。然而即使具备建言的机会，当被试面对高权力的领导时，建言行为仍然减少了，因此我们的

研究设计可以排除建言途径缺失造成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下属面对高权力的领导时建言的心

理安全感会降低，这是他们建言行为减少的重要原因。 

 

意见 3：目前对假设建构的叙述过于简练，缺乏对理论概念之间关联的深度拆解。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在这次修改稿中，我们加强了假设建构部分的写作，对理论概念之间的关

联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p.4-7)，希望我们的修改能令您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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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 

审稿人 3意见： 

《领导权力和地位对下属建言的影响—心理安全感的作用》经过几次细致、详实修改，有了大幅度

的提高。 对于整个文章故事的架设，仍有个别问题希望得到作者的解释与回应：  

 

意见 1：尽管作者对权力和地位提供了很多的佐证，证实地位和权力是不同的两个构念，实际上，在不

同的文化圈层中，特别是高权力距离文化中，权力和地位几乎是冗余的概念。作者认为“地位是指个人

在组织中的威望，或被他人尊重与仰慕的程度(Blader & Yu, 2017)。根据社会结构演化理论，这是个体通

过他人的钦佩和赞赏获得影响力，是基于声望的层级基础，更多的是他人赋予的属性(Cheng et al., 2013; 

Henrich & Gil-White, 2001) 。” “权力是指通过掌握有价值的资源，或通过奖惩来控制和影响他人的能力

(Magee & Galinsky, 2008)。根据社会结构演化理论，权力是个体通过支配他人的方式来获取影响力，是

基于支配的层级基础(Kakkar et al., 2020)，也是属于个体自身的属性(Magee & Galinsky, 2008)。 ”实际上，

根据权力的来源，制度授权是来源于组织所赋予的，因而存在奖赏和惩罚，而个人权力如参照权、专家

权或者个人魅力等既来自于个人，也来自于他人。这与地位有相似之处，很难区分个人影响权与地位的

差异。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社会结构演化理论认为权力和地位的本质差异在于权力是基于支配的，

即通过奖惩实现对有价值的资源的控制；地位是基于声望的，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更多源于他人的赋予

(Cheng et al., 2013; Henrich & Gil-White, 2001)。例如，享有声望的慈善家、奥运会冠军等都是高地位的

代表，但是他们却可能缺乏对他人的支配力——权力。 

权力和地位存在本质差异也是目前权力研究的主流观点之一（表 1）。Anderson 和 Brion（2014）在

综述文章中指出，研究者已经逐渐对权力和地位的定义及区别达成共识：（1）从资源和结果控制的角度

来定义权力，从声望的角度来定义地位；（2）权力和地位是两个不同的理论构念。基于社会结构演化理

论，并遵循学者对权力和地位的定义(Kakkar et al., 2020; Magee & Galinsky, 2008; Zheng & van Dijke, 2020)，

本文主要考虑权力基于支配和地位基于声望的特性。对于 French 和 Raven（1959）划分的参照权等，我

们并未在权力的范畴内予以考虑。 



 
 

表 1 权力和地位在概念上的区别 

研究者 对权力和地位的定义 与 French 和 Raven(1959)分类的联系 

Keltner 等（2003）  将权力定义为“通过奖赏或惩罚来实现对他人的控制”。 

 将地位定义为“受他人尊敬和爱戴的程度”。 

 

Fiske 和 Berdahl（2007）  认为权力能够产生影响力的原因是掌权者对他人所追求的资源

和结果存在控制力，即可以通过奖惩对他人实现支配和控制。 

 认为地位源于他人的尊敬和爱戴。 

 认为 French 和 Raven(1959)分类中奖赏权、惩罚权属于

“权力”，而专家权、法定权等只有在用于实施奖惩时才

属于“权力”的范畴。 

Magee 和 Galinsky（2008）  将权力定义为“对资源和结果的掌控”。 

 将地位定义为“个体在他人眼中受到尊敬和爱戴的程度”。 

 指出 French 和 Raven(1959) 以“潜在的影响力”对权力

进行定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分类实际上将“权力”和

“地位”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杂糅在了一起。 

 指出 French 和 Raven（1959）划分的奖赏权、惩罚权体现

了对资源和结果的支配和控制，更加符合权力的范畴，而

参照权与地位有一定的重叠，不属于权力的范畴。 

Anderson 和 Brion（2014）  认为权力常常源于资源控制，在组织中通常与职位息息相关。 

 认为地位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他人对领导声望的一种社会感

知。 

 

 



 
 

权力和地位的区别，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Fragale et al., 2011; Zheng & van Dijke, 

2020)。研究发现，权力和地位的作用并不相同，二者还会产生交互效应（表 2）。 

 

表 2 探讨权力和地位差异的实证研究 

研究者 权力的作用 地位的作用 权力和地位的交互作用 

Fragale 等(2011) 权力让人感到冰冷。 地位让人感到温暖。 当个体拥有高地位时（无论权力高

低），会让他人感到温暖；而当低地

位伴随着高权力时，则会让他人感到

冰冷。 

Blader 等(2012) 权力负向影响对他人的

公平性。 

地位正向影响对他人的

公平性。 

当个体权力较低时，地位与公平待人

的正向关系较强；反之则不显著。 

Anicich 等(2016) / / 高权力低地位的个体比其他类型的组

合更倾向于贬低他人。 

Blader 等(2016) 权力负向影响换位思考。 地位正向影响换位思考 / 

Zheng 和 van Dijke

（2020） 

/ / 在过错方向受害方道歉时，受害方会

怀疑高权力且低地位的过错方并非发

自内心，只是为了操纵受害方；这一

类型（高权力且低地位）的过错方会

受到最多的质疑。 

 

综上所述，权力和地位确实是不同的概念，会对个体的行为、他人的感受产生不同的

作用，这已经得到了理论和实证的支持，权力和地位的区别和联系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

问题。为了佐证上述论断，我们将 2015 年至今发表在管理学、社会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等

相关领域英文顶级期刊中关于权力或地位的实证论文进行了搜集1，对以下两类文章进行了

整理：（1）第一类：认为权力和地位是两个不同的构念，将权力定义为“对资源和结果的控

制”，将地位定义为“在他人眼中的声望”。虽然这些论文并不一定直接探讨权力和地位的差

异，但是他们在概念或测量上对权力和地位进行了区分。（2）第二类：认为权力和地位在概

念或测量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我们将这两类文章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并将结果呈现在图 1

中。由图 1 可见，2015 年至今，虽然一些学者还是将权力和地位等同对待（共计约 30 篇），

但是更多的学者已经将二者从概念、测量或效应上进行了区分，认为二者是不同的构念（共

                                                             
1
 包括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ersonnel Psycholog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Organization 

Scienc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Leadership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PLOS One,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等期刊。我们并未包含单纯

研究权力感(sense of power)和层级结构(hierarchy)的研究。 



 
 

计约 56 篇）。 

 

 

图 1 权力和地位研究统计 

 

对于权力和地位的关系，我们在“1.1 权力和地位的联系和区别”（p.3-4）以及“5.3 研

究不足和展望”（p.23）部分做了相应的修改，希望我们的修改能令您满意。 

此外，对于高权力距离的文化中，权力和地位是否冗余的这一问题，我们对中国情境

中开展的有关权力和地位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结果发现，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在中国情境

中探讨权力和地位的差异，他们发现权力和地位确实会存在不匹配的现象。例如季浩等

（2019）在中国大学生创业团队、团队谈判、新三板上市公司的三个样本中，均发现团队内

部权力和地位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二者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又如，在马君和张锐（in 

press）的研究中，他们对 374 名个体样本和 61 个团队样本进行调研，结果发现在中国情境

中确实存在身居要职却缺乏威望的领导。此外，在张恩涛和王硕（2020）的研究中，他们在

中国招募被试探讨权力和地位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权力负向影响人际

信任、地位正向影响人际信任，权力和地位对信任的影响是独立的（张恩涛，王硕，2020）。

金剑等（2017）也提出，权力和地位会对个体的自利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权力可能增加个

人的自利行为，而地位可能减少个人的自利行为。在本文研究 3 中，我们在中国的公司中进

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权力和地位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小于 0.3。以上研究均表明，权力和地

位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中仍然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并且权力和地位的作用可能是不同

的。 

卫旭华等（2017）指出，虽然当前西方的研究者致力于确立地位研究的合法性，并通

过实证和理论分析来证明地位和权力确实有着不同的形成基础和作用机理，但是国内的学者

对权力的关注度远高于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在中国的情景中探讨权力和地位的

区别和联系，才能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当然，我们也呼吁研究者今后可以在东西方

不同文化情境中，探讨权力和地位的关系是否会有所差异。为此，我们在“5.3 研究不足和

展望”部分对此展开了讨论（p.23）。 

 

意见 2：由于权力、心理安全感和建言之间关系的研究非常多，如果不能有效区分权力和地

位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奠定本文的研究贡献。仅仅将员工评价的地位和权力平均到团队层面，

不能表达地位和权力的真正涵义。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以往研究确实从权力的角度对建言行为做出了一些探索，

例如 Morrison 和 Rothman（2009）指出，领导权力使下属感到畏惧，下属可能因此保持沉



 
 

默。又如 Tost 等（2013）发现，当领导感到自己有权力时会主导团队讨论，这不利于下属

表达意见。但是这些研究并未考虑地位的作用。我们认为，上述结论是在没有考虑领导地位

的情况下得出的，但是领导权力对心理安全感和建言的作用，可能会随着领导地位发生变化。

我们的研究发现，只有当领导地位较低时，领导权力才会对下属心理安全感和建言产生较强

的负面影响；当领导地位较高时，这种负面作用大多不显著，即权力和心理安全感以及建言

之间的负面关系并不成立。 

此外，另一些研究认为领导地位会对下属建言行为产生负面作用(Morrison, 2011; 

Nembhard & Edmondson, 2006)，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由于混淆了权力和地位的效应。当我

们将权力的影响和地位区分开来检验时，发现恰恰相反，地位会提高下属的心理安全感、增

加下属建言行为。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将领导的权力和地位区分对待，将二者同时纳入考

虑，才能更为准确地分析下属的心理安全感和建言行为是如何嵌套在层级结构（权力、地位）

中的。对于本文的理论贡献，我们在“前言”部分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p.2）。 

在操纵和测量权力和地位时，我们严格按照权力和地位的定义来设计操作化的方法

(Blader et al., 2016; Magee & Galinsky, 2008)，力图表达权力和地位的差异和本质内涵。在实

验 1-2 中，我们请被试回答他们在与某一名具备某种权力和地位特点的领导交往时的建言行

为（或心理安全感）。对地位的操纵侧重的是下属感知到的领导受人尊敬、爱戴的程度；对

权力的操纵侧重的是领导掌握的对下属资源、结果（如晋升、奖金、工作任务）等方面进行

控制和奖惩的能力。在问卷调查（研究 3）中，我们请下属评价主管领导对自己的奖惩权（权

力）和感知到的领导声望、受人尊敬的程度（地位）等，作为领导权力和地位的测量，属于

个体层次的变量。然后我们请下属回答他们在与该主管领导交往时的心理安全感，并请领导

汇报该员工的建言行为。可见我们的操纵和测量均反映了权力和地位的本质内涵。 

……………………………………………………………………………………………………… 

 

审稿人 2意见： 

《领导权力和地位对下属建言的影响——心理安全感的作用》一文通过多方法的研究设

计，以社会结构演化理论为基础，探究了领导权力和地位对下属建言行为和心理安全感影响

的差异，并进一步验证了领导地位调节权力对下属建言的作用，这为解释层级差异对建言行

为的影响提供更细致的分析，请作者进一步完善文章细节，如格式、用词等细节部分。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我们的肯定，以及在几轮评审中为我们提出的宝贵建议，您的建

议为提升本文的质量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再次感谢！在本轮的修改中，我们多次通读全

文，对文章的格式、用词等细节进行了全面审查和修改，希望这次的稿件能够令您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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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轮 

 

编委意见：衷心感谢作者多次认真细致的修改，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质量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评审专家指出仍有个别问题，希望做出更合理的解释。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专家对我们修改工作的认可。在认真思考了您和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后，

我们对权力和地位的区别和联系做出了更系统、详细的分析，并对本文的理论贡献进行了更

深入的阐述。接下来我们将逐一对上述问题进行解释。 

1. 权力和地位的区别和联系 

社会结构演化理论认为，权力和地位的是存在本质差异的：权力源于支配而地位源于声望。

具体而言，形成层级差异有两个重要的基础：支配（dominance）和声望(prestige)，其分别

表现为权力——对资源和结果的支配，和地位——个人声望(Henrich & Gil-White, 2001)。权

力来源于对资源和结果的非对称性控制，当个体拥有对他人所追求的资源和结果享有控制权

时，就意味着他/她拥有权力。这种控制是权力支配性的体现，表现为奖励和惩罚；而地位

是他人主观性的感知，是个体在他人眼中的声望，表现为受人尊敬的程度(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 

 Magee 和 Galinksy（2008）也较早认识到，权力和地位是不同的两个层级基础，他们主张

将权力和地位进行区分。他们指出，在社会关系中对资源和结果的非对称性控制才是权力的

真正内涵，为此他们将权力定义为“对资源和结果的掌控”，并将地位定义为“个体在他人

眼中受到尊重和爱戴的程度”，以此对二者进行了明确的区分。 

在此基础上，许多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证上对权力和地位的区别进行了探索，我们将这些研究

发现总结在图 1 和表 1 中。这些研究者从权力和地位的基础、来源、与他人的关系、合法性、

稳定性等多个角度分析权力和地位的差异。由此可见，权力和地位的确是不同的两个构念。 

 



 
 

 

图 1 权力、地位、影响力等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表 1 权力和地位的区别 

区别 权力 地位 支持的文献 

基础不同 基于支配 基于声望 社会结构演化理论认为权力和地位的

本质差异在于权力是基于支配的，即通

过奖惩实现对有价值的资源的控制；而

地位是基于声望的，是受人尊敬的程度

(Cheng, Tracy, Foulsham, Kingstone, & 

Henrich, 2013)。 

来源不同 支配权常常源于职位、组织赋

予，通常是正式的组织层级 

地位常常源于他人的主观赋

予，通常是非正式的组织层级 

Anderson 和 Brion（2014）认为权力在

组织中通常与职位息息相关；而地位是

社会建构的结果，是他人对领导声望的

一种社会感知和赋予。 

卫旭华等（2017）也认为，权力通常是

组织赋予的正式等级，而地位通常是非

正式的组织等级。 

与 他 人 的

关系不同 

权力让掌权者独立性增加，对

他人的依赖性降低 

地位依赖于他人的赋予，对他

人有一定依赖性 

Blader 和 Chen（2012）认为由于掌权者

拥有资源的掌控权，因此无需依赖他人

获取资源，从而获得了较高的自由度，

对他人的依赖性降低。地位依赖于他人

赋予，因此高地位的个体为了维持地

位，会更加顾及他人的看法。 

合 法 性 不

同 

权力不一定具备合法性 地位对合法性的依赖程度更

高 

Hays（2013）指出，权力可以不依赖于

他人的赋予，因此权力不一定具备合法

性。地位依赖于他人赋予，因此地位高

低在他人眼中是否公平、合理至关重

要。换言之，地位比权力更依赖于合法

性。 

稳 定 性 不

同 

权力有资源掌控作保障，稳定

性更高 

地位以他人的主观赋予为基

础，可变性更高 

Hays 和 Bendersky（2015）指出，在他

人看来，从掌权者处夺得资源控制权的

难度较大；而地位是基于他人的主观感

知，较易因他人感知到的贡献、胜任力

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权力层级比

地位层级更稳定。 



 
 

 

2. 本文中权力和地位与 French 和 Raven（1959）所划分的个人权力的区别和联系 

 虽然早期的一些研究者如 French 和 Raven（1959）将个人的专业技能、魅力等个人权

力等纳入权力范畴，但是逐渐有更多的研究者认为个人权力等不属于“对他人的支配和控

制”，不一定属于权力的范畴(Fiske & Berdahl, 2007; Magee & Galinsky, 2008)。一些学者还认

为，个人权力的几个来源也与地位有显著的差异(Djurdjevic et al., 2017; Magee & Galinsky, 

2008)。根据这些学者的观点，我们列出下表（表 2），以对相关概念做出明确的区分。 

 

表 2 与 French & Raven（1959）个人权力的关系 

概念 定义 与本文“权力”的区别和联系 与本文“地位”的区别和联系 

专家权 基于专业技术、特殊技能

或知识(French & Raven, 

1959)。 

只有在用于实施奖惩时才属于

“权力”的范畴（Fisk & Berdahl, 

2007）。 

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可能是获

得尊重（地位）的前因之一，但

是获得地位的原因不仅是拥有

专业技能，还有可能是团队贡

献、种族、性别等其他原因

（Magee & Galinksy, 2008）。 

此外，专家权可能是某个具体领

域的专业技能，但是地位更强调

全方位的综合评价，不仅局限于

某一个具体的领域。 

参照权 让他人产生认可，并想和

他/她建立关系(French & 

Raven, 1959)。 

在不体现奖惩和控制时，不属于

权力的范畴。即拥有他人的认

可，也不一定能产生支配和控

制，因此不一定属于权力范畴。 

拥有参照权的领导让他人想要

与其建立关系，但是并不一定能

够在团队中获得高人一等的、突

出的声望。换言之，地位更强调

尊重、突出性和声望(Djurdjevic 

et al., 2017)，而参照权更强调认

可(Hinkin & Schriesheim, 1989)。 

个人魅力 基于个人特质、个人魅力

(French & Raven, 1959)。 

拥有独特个人魅力的个体并不

一定能对他人产生控制，因此不

一定拥有支配和控制权。 

拥有个人魅力是获得他人尊敬

和爱戴的原因之一，但并非唯一

的原因。 

 

3. 本文的理论贡献 

正是因为权力和地位的上述区别，我们不能将权力和地位对建言的作用混为一谈。虽然

研究者已经对权力和地位的差异进行了界定，但是并未探讨不同的层级差异（如权力和地位）

对建言行为有何特殊影响，即未区分领导权力和地位对下属建言的作用。例如 Morrison (2011)

认为领导权力和地位都不利于下属建言。然而我们却发现，领导权力和地位的作用是相反的：

领导权力不利于建言，而地位有利于建言。据此，我们的研究发现为区分不同层级差异的基

础有重要的作用。 

此外，建言领域的研究大多默认高权力的领导也拥有高地位，并未考虑二者的相互关系

(Duan, Lapointe, Xu, & Brooks, 2019; Kumar & Mishra, 2017)。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领导权力和

地位并不总是匹配的，当领导权力高而地位低时，下属的建言水平最低。可见下属并不是单

独依据领导权力或地位的特点做出建言的决策，而是综合考虑领导权力和地位的组合。建言

是嵌套在层级关系中的行为，是信息在层级中自下而上的流动。我们的研究说明，层级关系



 
 

对建言的影响不是单一的，我们不能忽视不同层级基础（如权力和地位）相互交织的关系对

建言的影响。 

领导地位对领导权力的调节作用也为领导权力的效应提供了重要的边界调节。虽然过去

的研究指出领导的权力不利于建言，但是这些结论是在没有考虑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得出的。

我们的研究发现，只有当领导地位较低时，领导权力对下属建言的负面作用才得以凸显。这

有利于厘清领导权力和建言的关系。 

最后，我们的研究对领导力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过去的研究更多关注领导如何通过

权力（支配）来对下属施加影响，但是对领导地位（声望）关注不足。特别是较少有研究在

组织情境中探讨权力和地位匹配或不匹配的关系是否会影响下属的感知和行为。我们的研究

指出，领导的地位会抑制领导权力的负面作用，这说明权力和地位都是领导力的重要来源，

领导的权力和地位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下属的感知（心理安全感）和主动性行为（建言行

为）。 

综合上述观点，我们在 “1.1 权力和地位的联系和区别”（p.3）对权力和地位的定义和

差异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并在“5.3 研究不足与展望”（p.23）中将本文中权力和地位的定

义与 French 和 Raven（1959）对权力的定义进行了比较。此外，我们在“1.前言”（p.2-3）

对本文的理论贡献部分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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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轮 

 

主编终审：几轮修改有比较实质性的改进，研究问题对于理解重要的企业管理问题有参考价

值。同意发表。图文格式须再确认。 

回应： 

非常感谢主编的意见！我们按照要求对图文格式进行了校对和修改，并精简了文字。 


